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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警察幹部研討會之緣起與目的

國際警察幹部會議(International Police Executive Symposium, IPES)乃由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達斯博士(Dillip Das)，及奧地利聯邦警官艾德博格(Maximilian Edelbacher)等人，於一九九四年所創立。其創設之宗旨與目標，即定期的邀集全世界警政相關之學者與專家，針對當時治安方面最重要之議題，進行討論與經驗及意見之交流。並將研討會之結論集印出版於「警察之實務與研究」之國際期刊中(Police Practice &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以便提供全球相關情治單位之參考。其委員會之成員，包括美國、加拿大、德國、奧地利、英國等國之警政之學者、專家。該會自一九九四年於瑞士日內瓦首度舉行第一屆年會之後，即逐年於西班牙、日本、奧地利、荷蘭、印度、美國、德國、波蘭、土耳其、巴林、加拿大等國舉行，各年度會議均有特定之討論主題，其詳細之內容如表一所示。來年，二OO五年預計於捷克警察大學舉行，討論之主題暫定為「二十一世紀警政之挑戰：全球之評估」(Challenges of Policing in the 21st Century: A Global Assessment)。

本年度之年會則由加拿大Fraser Valley大學、皇家騎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RCMP)及英屬哥倫比亞省司法廳(The Justice Institute of British Columbia)共同主辦。該會會前行文我國駐外單位，邀請我國推薦代表與會，並期以我國中央或地方之警察首長、內政部所屬之重要決策官員或研究員為對象。內政部遂派內政部警政署之劉副署長世林先生、刑事警察局預防科婦幼組王淑奐及中央警察大學警監教官陳明傳先生代表與會。後因五二O總統就職典禮之警衛安全需求，劉副署長因公未克如期參加，由陳明傳先生及王淑奐代表我國與會。本次的參與，收獲良多，除了與各國代表建立起聯繫之管道與緊密之國際友誼之外，對於警政資訊之交流與警政外交方面之助益，相信有不錯之正面影響與拓展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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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度(Year)
	主  辦  國 (Host) 
	研 討 之 主 題 (Theme) 

	1994
	瑞士，Canton Police of Geneva, Switzerland
	Polic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1995
	西班牙，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Spain 
	Challenges of Policing Democracies 

	1996
	日本，Kanagawa University, Yokohama, Japan 
	Organized Crime 

	1997
	奧地利，Federal Police in Vienna, Austria 
	International Police Cooperation


	1998
	荷蘭，Dutch Police and Europol,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Crime Prevention

	1999
	印度，Andhra Pradesh Police, Hyderabad, India 
	Policing of Public Order 

	2000
	美國，Center for Public Safet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llinois
	Traffic Policing

	2000 
(Special Meeting)
	德國，Bavarian Police Academy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Ainring, Germany an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lattsburgh, USA 
	Discussed the issues endorsed by the IPES 

	2001
	荷蘭，Police of Poland  
	Corruption: A Threat to World Order 

	2002
	土耳其，Police of Turkey  
	Poli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03
	巴林，Kingdom of Bahrain
	Police and Community

	2004
	加拿大，RCMP, Canada
	Criminal Exploita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貳、本次會議之主題及與會人員

第十一屆國際警察幹部會議研討主題為剝削兒童及婦女之刑事犯罪，自本年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溫哥華市附近的其拉瓦市之皇家騎警隊，太平洋警察訓練中心舉行(Pacific Region Training Centre,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Chilliwake) ，加拿大Fraser Valley大學、皇家騎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RCMP)及英屬哥倫比亞省司法廳(The Justice Institute of British Columbia)共同主辦。共有四十三國，一百餘代表參與會議；與會之國家包括澳洲、奧地利、亞塞拜然、巴林、巴西、比利時、貝南、玻利維亞、波士尼亞、加拿大、中共、剛果、克羅埃西亞、捷克、厄瓜多爾、德國、迦納、日本、肯亞、賴索托、韓國、黎巴嫩、馬其頓、馬來西亞、墨西哥、外蒙、莫三比克、尼泊爾、奈及利亞、挪威、巴基斯坦、菲律賓、南非、斯里蘭卡、蘇丹、史瓦濟蘭、土耳其、烏干達、英國、美國、尚比亞、及我國（國名以英文字母排序）。各國之代表，均為各該國之警察幹部、情治決策人員或學者專家等。各國代表之合照如圖一之照片所示。

我國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預防科婦幼組代理組長（兼任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暴力防治組組長）與台灣警察專科學校講師張錦麗小姐合撰「跨科際整合處理刑事案件之新里程—台灣經驗『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A New Milestone in Multi-Disciplinary Criminal Case Processing: the Taiwan Experience--“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安排於第二場研討中討論，全文以英文提報，獲致與會代表肯定與推崇。
參、國際警察幹部研討會年會議程及參訪行程

一、五月十六日〈星期日〉

09:00─21: 00　國際警察幹部研討會報到住宿安排。

二、五月十七日〈星期一〉

08:30─09:30　開幕典禮─由加拿大皇家騎警指揮官（Commissioner Giuliano Zaccardelli, RCMP）及國際警察幹部研討會主席（Dr. Dilip K. Das, President of the IPES）。共同主持

09:30─10:30　研討會參加代表團體合照。

11:00─12:00　第一場研討：問題與回應之個案研討。

13:30─15:30　第二場研討：案件被害者需求、執法回應及訓練。

15:45─17:30　第三場研討：東歐之性剝削人口販賣。

三、五月十八日〈星期二〉

08:30─10:00　第四場研討：有關勞力剝削之議題。

10:15─12:00　第五場研討：人口販賣、剝削在歐洲/亞洲：比較觀點。

13:30─15:00　第六場研討：人口販賣之議題和挑戰：經驗交流。

15:15─17:00　第七場研討：非洲經驗。

四、五月十九日〈星期三〉

參訪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地區相關機關、機構及綜合討論

08:30─10:45　加拿大罪犯矯治機構(Pacific Institution and Regional Health Center)。

Matsqui 監獄 (Penitentiary)

Fraser Valley 機構(Institution) ─女性收容機構

12:00─14:00　英屬哥倫比亞省司法廳(Justice Institu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15:00─20:00　溫哥華市區建設、警察局局長簡報及晚餐。

五、五月二十日〈星期四〉

08:30─10:00　第八場研討：各國報告集錦。

10:15─12:00　第九場研討：各國報告集錦。

13:30─15:00　第十場研討：各國報告集錦。

15:00─17:30  研討會結論報告

18:30─       加拿大皇家騎警正式晚宴

六、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08:00─     　個人資料校正及告別。
肆、我國提報資料
詳見後頁

跨科際整合處理刑事案件之新里程—台灣經驗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方案
（報告中文版：頁6）
A New Milestone in Multi-Disciplinary Criminal Case Processing: 
the Taiwan Experience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報告英文版：頁36） 
跨科際整合處理刑事案件之新里程—台灣經驗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方案

作者：王淑奐、張錦麗

1、 前言

報載「汐止三寶沙彌學院日前發生小沙彌集體遭受性侵害案，二十五名接受調查的小沙彌最大的不過國三，最小的才小學二年級，其中有一名小沙彌向主任檢察官哭訴『不要再問我了，你已經是第七個問我的人，我不想再想這件事…』有小沙彌表示他們前後已被問過十七次…，主任檢察官陳文琪表示這確是二度傷害…」（聯合報，2000），報上描述並非特例，而是大多數性侵害被害人共同的遭遇，知名媒體工作者徐璐在《暗夜倖存者》一書中，也描述了性侵害事件發生在她身上後，到警局報案的痛苦片段：「女警很職業化地立即拿出做筆錄的紙，問我的個人資料，『姓名？』『住址？』『職業？』……，女警問得很認真、很急迫，我突然警覺到，這是一個正式的筆錄，那一剎那，我有想逃的念頭，但門是關著的。……女警需要每一個過程、每一個細節。我開始組織腦海中片段的、甚至完全破碎的記憶，和努力設法編造的一些合理細節去完成『筆錄』。……當女警問我：『他有強暴你嗎？』我開始拼命搖頭，女警又重複問了一次。我的胃已經絞痛到令我開始暈眩起來了……然後我告訴她我胃痛，可不可以停止了……」。在台北市現代婦女基金會輔導的案例中，也有個案向研究者表示，「我為什麼要一講再講，男警問完、女警問、醫生問完、護士問，然後社工再問，等到我已經不想再回想了，又換檢察官問了，以後還有法官，對不？…我真的可以討回公道嗎？他們真的會相信我嗎？也許我等不到正義的到來，就已經崩潰了…誰來救我？」（現代婦女基金會，1998），這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過後，性侵害被害人的遭遇，她（他）們依然沒有得到應有的尊嚴與保護，是制度措施的不完備？還是法律不周延？執行人員不專業？才會使得她（他）們在被害後，還要面臨多重的傷害，而政府與民間到底能做什麼，才能還給她（他）們應有的公道？！
2、 文獻探討

一、台灣性侵害案件犯罪概況分析
（一）性侵害案件發生數

經由婦女團體的大力推動下，台灣在1997年，終於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The Law of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Sex Violation)，以特別法規範性侵害犯罪案件之處理程序，與被害人的保護措施。以此年度為準，依據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發佈之「台灣刑案統計」（crime Statistics,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National Police Administration），近七年來（1997-2003年）警察機關受理之強、輪姦案件均有微幅上升，而其平均數約每年1,921件（圖一），不過若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過之前相比，案件上升便極為顯著（圖二）。而為何法律通過後，案件反而大幅攀升，究其原因，乃是因為性侵害犯罪一直擁有極高的犯罪黑數
，在法通過後，由於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等資源從事防治工作，也就是所謂的「關心效應」，故使犯罪黑數逐漸浮出檯面（黃富源，2000； 張平吾、范國勇、黃富源，2002）。
而根據犯罪學家研究，性侵害實際發生的件數，是報案件數的七至十倍（黃富源，2000；范國勇，2000），依此推論，每年所發生的性侵害平均件數，約為13000件至19000件之間，不過根據長期從事輔導性侵害被害人的現代婦女基金會觀察，隱而未報的性侵害案件可能遠超過前述的數字（現代婦女基金會，2002），由此可知，性侵害案件在台灣的嚴重性。
圖一：1997-2003年台灣地區警察機關受理強姦、輪姦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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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來源為警政署台灣刑案統計；＊2003年資料統計為初步統計

圖二：1991-1997年台灣地區警察機關受理強姦、輪姦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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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來源為警政署台灣刑案統計

（二）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嫌疑人之性別

台灣地區性侵害案件被害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為女性，性侵害犯罪嫌疑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為男性，顯見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加害人的性別分部呈現極端現象，分析整理如下圖三、四：

圖三：1997-2003年台灣地區警察機關強姦、輪姦案件被害人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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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來源為警政署台灣刑案統計；＊2003年資料統計為初步統計

圖四：1997-2003年台灣地區警察機關受理強姦、輪姦案件嫌疑人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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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來源為警政署台灣刑案統計；＊2003年資料統計為初步統計

（三） 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嫌疑人之年齡分佈

台灣地區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年齡以18歲以下者約佔70%，嫌疑人年齡分部則較為分散，以19至23歲者最多，其次為12至17歲者，如下圖：

圖五：1997-2003年台灣地區警察機關受理強姦、輪姦案件被害人年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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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997-2003年台灣地區警察機關受理強姦、輪姦案件嫌疑人年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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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來源為警政署台灣刑案統計；＊2003年資料統計為初步統計

由上述可知，近七年來，若加上推估的犯罪黑數，台灣的性侵害案件每年極可能在一萬三至一萬九千件之間，被害人多為女性，加害人多為男性，而被害婦女又多集中在十八歲以下的少年與孩童。

二、性侵害犯罪之特性與對被害人之影響

近年來許多研究發現，強姦（forcible rape）、輪姦（gang rape）事件發生，就犯罪者的心理層面而言，暴力攻擊的本質遠大於性慾的滿足（Groth,1979；Holmes & Holmes,1996；黃富源，2000），甚至是有計畫的預謀行為，美國學者Amir（1979）認為計畫性的性侵害行為，佔所有加害人的71％。

許多專家主張（王麗容，1999；王燦槐，2001；張錦麗，2000）性犯罪誠為一特殊犯罪，它不僅是一種性犯罪，更是一種暴力犯罪，它的恐懼不僅在加害人違反被害人的意願強行侵害被害人最穩私的部位，更由於在性犯罪的過程中，加害者可能運用了攻擊、虐待、傷害等殘忍的手段，導致被害人生理受到傷害、並產生嚴重的情緒困擾、自我概念扭曲等問題，而無法在日常生活中正常作息，再加上性犯罪所伴隨中國傳統所謂的婦女貞操、名節等名譽的破壞，更嚴重影響到受害婦女原本的社會網絡與親密關係。因此不論國內外學者，都認為遭受到性犯罪的被害人，有可能會經歷生活上的巨變，甚至罹患所謂的強姦創傷症（王燦槐，1999）。

根據實務者多年輔導性犯罪被害人的經驗（張錦麗，1999），發現強姦創傷症對被害人的影響確實有延續的效果，它所產生的後遺症，甚至可到達十年之久，甚至有的個案，終身都生活在性侵害的陰影中，當然被害人恢復的狀況與她當時被暴力攻擊的程度、她個人人格的成熟度、親朋好友對她的支持等有密切相關，然而被害後所呈現的焦慮、恐懼、憤怒、退縮、無助與性功能障礙等症狀，卻是大致相同。
三、性侵害犯罪隱匿的原因

根據許春金與馬傳鎮（1992）所做的研究顯示，性侵害案件的三大特徵為：1、報案率低，2、判罪率低，3、再犯率高。而為何被害人在遭遇性侵害後，卻不願報案以討回應有的公道與正義，依據許春金與馬傳鎮（1999）對台灣地區性侵害防治實務工作者（包括警察、社工、教育工作者、醫療人員、司法人員等）之調查發現，各類實務工作者認為被害人不願意報案之主因為「感覺名譽受損」（佔73％）最高，其次為「害怕加害人報復」（佔50.2％），第三為「不想回憶被害經驗」（佔49.1％），第四為「私下和解」（佔45.7％）。

而再根據許春金（2000）對台灣地區犯罪被害者所做的調查研究，發現性侵害犯罪未報案的原因，最高為「不知加害人是誰，且缺乏證據」（佔41.2％）其次為「個人私事，不願意公開」（佔29.4％）及「極輕微的犯罪」（29.4％），第三為「害怕被加害人或其他人報復」（佔17.6％）

由以上研究發現可知，性侵害被害人不願意報案求助主要擔心的是：事件曝光名譽受損、缺乏犯罪證據及恐懼加害人或他人報復。相關學者也再進一步澄清不願報案的原因，乃是因為性侵害被害人多為女性，而在以父權為中心的社會中，則普遍存在責備受害女性的現象，導致被害人無法勇於出面求助，而即使出面求助，在求助過程中，常面臨身心醫療、警察報案調查、檢察機關起訴與司法單位審判等諸多問題，所涉及的單位與人員眾多且龐雜，然而這個浩大的「性侵害被害人保護系統」的相關人員，不僅有可能因訓練不足，導致對性侵害問題認識不清，或存有不當的價值與態度，甚至可能再因相關部門各行其事，使服務輸送系統欠缺整合，所造成的結果，不僅讓受害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面臨各單位的詢（訊）問，使其不斷重複回憶與經歷所發生的創傷事件，更可能因為詢（訊）問不當，導致其有再度受創之虞，也難怪犯罪防治專家估計，性侵害的犯罪黑數可高於實際發生的數倍（張錦麗，1997；王麗容，1999；黃富源，2000）。
四、性侵害受害人所面臨的司法困境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訂，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對於犯罪事實之證明程度，需達到英美法所謂「超越合理的懷疑之確信程度」（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因此，倘若存有合理可疑之情形，法官即應作出對被告有利之考量（周愫嫻，2003），由此可知，對證據普遍不足的性侵害被害人而言，明顯不利。

依據我國現行司法制度，刑事案件審理是建構在言詞陳述及相關證據的呈現上，然而，性侵害案件之特性，往往缺乏人證，物證又極為薄弱，必須仰賴加害人與被害人兩造的證詞，而性侵害的加害人又鮮少願意主動承認犯行，如此一來，使得侵害案件在審理時，事實認定極為困難，一般性侵害案件通常會呈現兩種類型證據（張珈禎，2002）：（一）供述證據，包含：1.被害人指述、2.詰問證人之證詞、3.被告自白；（二）非供述證據，包括：1.醫院製作被害人之驗傷診斷書（紀錄受傷狀況、處女膜破裂等）、2.醫院治療被害人病例表摘要、3.被害人被下安眠藥、鎮定劑等藥物之醫院相關鑑定報告、4.醫院有關被告是否需要治療之精神鑑定報告（精神號若、喪失、是否需要強制治療）、5.測謊報告、6.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對被告DNA之鑑驗書、7.社工人員或社會局兒童保護個案訪視處理建議表、8.社會局兒童保護個案紀錄、9.社會局調查報告、10.被害人學校輔導資料、11.電話通聯紀錄、12.殘障手冊、13.被撕裂衣物、14.凶器、15.錄音帶、16.錄影帶。
在供述證據方面，一般情況下，被告通常不會承認犯罪，一定會找出種種說詞為自己辯解，開脫罪證，因此第3項被告自白極難取得。而有關第2項檢察官、法官在偵察、審判中詰問證人的證詞，因為性侵害事件往往在私下發生，經常缺乏直接證人，所以證人的證詞必須有其他旁證的輔助，才能提高法官採信這些證詞的比率。而對被害人的指述，以現行言詞審理為主的司法程序，相關人的證詞，有其無法替代之重要性，然而被害人卻因諸多因素（如前述），不願意在訴訟程序中作證，甚至即使被害人願意出庭，出庭時所做的證詞，亦經常出現因感情（如亂倫案件或相識者間性侵害），或記憶不全等因素，使證詞常出現不穩定的狀況，嚴重影響法律效果。
而在非供述證據方面，第1至5項證據，被害人並不能保證取得有力超過合理懷疑之證明，相關證物也會隨著被害人是否立即求診，或提出告訴後驗傷、採證或鑑定產生變化，第7至10項為工作者對被害人服務所做的報告或紀錄，屬於補強相關證據之文書，它的證明力將隨當事人狀況而定，第11至16項則並不是所有案件都可具備的證物，當事人也不一定有機會留下這些證據。

由上述可知，性侵害犯罪遠較其他類犯罪更倚賴加害人、被害人兩造的證詞及當事人在法庭上的表現，若當事人語言表達能力不足，如兒童或智能障礙者，則他們在現行司法程序中就會呈現相對的弱勢。再加上性侵害案件欠缺直接證據（加害人留下的精液或毛髮、目擊證人、案發相關場所的監視錄影帶等）的特殊性，也使得性侵害案件的偵審更形艱難。

此外，女性主義與實務專家（王燦槐，1999；2001；張錦麗，1999；2001）也主張，父權社會對性侵害被害人仍存有諸多的偏見，使得被害人在走上法庭時，要比一般的案件面臨更多的質疑外，而且司法人員在偵審性侵害案件時，也易與情感問題、金錢問題、職業刻板印象，加、被害人的素行等問題糾結不清，使得偵審過程中更難以釐清事實的真相，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性侵害過程中，不僅造成被害人身體上的侵害，也往往造成心理上的創傷，而這些創傷很容易形成被害人的情緒障礙，使得偵審過程中，易阻卻被害人理性的回應，甚至也因情緒失控，或「心理防衛機制（壓抑、否認、轉移、反向…等）」，導致記憶的回溯更形困難，因此，在司法實務過程中，被害人易有證詞反覆與沉默的現象（張錦麗，2000），這些情況均使得原本偵審就極為不易的性侵害案件，再度增添偵審的難度。
叁、研究方法與名詞釋義

一、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主要採文件分析法，進行貫時性研究，研究資料的蒐集主要是分析1999 年至2004年之政府部門相關會議紀錄、研究資料、執行手冊；民間團體出版品、會議記錄、研究資料以及媒體報導為主，其目的是企圖了解方案推動的動態歷程與相關成果。

二、名詞釋義

（一）性侵害被害人
性侵害係指未經他人同意而進行的性行為，根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規定，性侵害係指刑法221條至229條及233條之犯罪，包括強制性交、加重強制性交、強制猥褻、加重強制猥褻、趁機性交猥褻、強制性交至加重結果、強制性交猥褻結合殺人重傷害、對未成年人為性交猥褻、利用權勢性交猥褻、詐術性交、使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或猥褻罪等。除此之外，刑法231 條之一意圖營利而強制使人為性交或猥褻，296 條之一買賣質押人口為性交或猥褻，332及334條犯強盜、海盜而強制性交罪，均包括在內，而性侵害被害人意指上述犯罪的被害人。

（二）二度傷害
二度傷害意指遭逢性侵害犯罪事件後的被害人，自事發後的求助歷程中，又再度遭逢別人的不信任、貶抑、曲解、質疑等所造成的事件後傷害，此種傷害不同於原先事件所造成的傷害，故稱之為「二度傷害」（王燦槐，2001）。
（三）減少重複陳述
意指經由網絡合作使性侵害被害人在檢察、警察、社會工作者，或相關的醫療人員聯合詢（訊）問的過程中，減少重複敘述案發經過與被害者感受的次數。
（四）網絡整合

意指為維護服務使用者的權益，主張各部門、機構、單位、人員應放棄本位主義，並致力合作、協調、共事，以資源、資訊、個案或方案的策略整合模式，避免服務輸送系統中零散、片段、重複、資源浪費等弊端，強化各部門與體系間的連結，以維護案主為中心的服務模式（林碧惠，1992；施教裕，1995；1998；陳昭榮，1987；許智玲，1998）。

肆、「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方案推動的歷程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方案的內涵

（一）方案誕生的背景與目標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過後，開啟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保護的新頁，

法律明文規定，中央與地方要有專責的機構，負責規劃與推動性侵害被害人的相關服務、加害人治療與輔導，以及社會大眾的宣導教育，因此，日後的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與各直轄市、縣（市）的「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防治中心），於焉誕生。

不過各直轄市、縣（市）專司性侵害處理的防治中心，成立後的處理模式，至目前為止，仍多屬「分段式」的處理型態，也就是社政、警政、檢察，醫療等單位各自分立處理，其間欠缺有效的聯繫，導致被害人的服務常面臨重複、片段、冗長等缺失，而機構間也無法有效使用彼此的資源，甚至影響服務的成效與品質（張錦麗1997；王麗容，1999，2001；黃富源，2000；劉淑瓊，2002）。
為解決實務性侵害處理上的困境，諸如多次重複訊問、訊問品質不佳、偵審程序冗長等所造成的被害人二度傷害問題，委員會便企圖從檢警與社政的處理流程上，尋求突破性的解決策略，方案因而於民國1999年開始孕育，在醞釀過程中，歷經12次正式的會議，與無數次的私下協商，在長達一年半的反覆討論中，委員會終於在檢察、警察、社政、醫療各體系中，建立起共識，並開始於民國1999年正式在台北市、花蓮縣、高雄縣實施，期望試辦成效良好後，再分階段推行到全台灣各縣市（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1a）。

具體而言，方案的推動有以下三大目標：
1、整合服務體系：整合檢察、警察、社政、醫療四大被害人服務體系，使被害人感受到保護是整體且合作的，以減少體系間斷層所帶來的傷害。
2、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方案的操作過程是企圖藉著檢察、警察、社政與醫療四大體系的緊密合作，透過會同詢（訊）問的過程減少被害人在各單位加總起來陳述的次數，以降低對被害人的衝擊。
3、提昇偵辦時效與品質：方案以全程錄影(音)進行，彌補日後因案發時間久遠，造成被害人記憶不全或喪失的難題。而且檢察官提前進入詢(訊)問，並有社工員或專業人員在場協助，對強化性侵害案件偵辦的時效與品質，都將有所助益。
綜而言之，方案是藉著操作過程中四大體系的整合，減低被害人接受詢（訊）問的次數，利用全程錄影(音)的技術，提昇偵查的時效與品質，以完成保障性侵害被害人權益的理想（張錦麗、林美薰，2003）。

（二）方案的特色與範圍

1、方案的特色    

此項整合性方案與一般性方案相比，究竟有何不同，筆者將其特色歸納為以下五點，包含：

（1）結合警政、檢察、社政與醫療四大系統的整合型方案：此方案不同於一般方案，主要的不同是在於其橫跨不同專業、機構所做的整合型嚐試，其難能可貴之處是在於突破專業分工與科層官僚體系的障礙，而企圖以被害人為中心的整合性服務建構。

（2）兼顧政策制定、執行、督導、評估於一身的方案：此方案在推動之初，為確保方案的順利推動，除制定相關的政策與執行的要點外，也同時建立督導與評估的機制，以確保方案的品質與方案推動的成效。
（3）首先採用民間婦女團體與行政部門的雙軌式督導與評估方案：為確保方案的品質與成效，督導與評估是方案推動的重要機制與策略，委員會大膽採用以倡導為職志的現代婦女基金會作為專業督導與評估的單位，並輔以行政上的支持與協助，不僅使方案的推動更具中立與客觀性，也因行政部門的大力支持下，促使方案更有效能。

（4）以被害人保護為首要的重要人權方案：此方案首創以被害人保護為核心，其相關的流程與服務均以減少被害人二度傷害為目標， 堪稱國內司法人權方案的標竿，並受到美國國務院公共事務局的推崇，列為「2001年台灣人權報告」的重要指標（張錦麗、林美薰，2003）。

（5）由委員會的警政部門所啟動：此方案的原始倡導者為委員會的暴力防治組（刑事警察人員兼任），此項意義代表極具權威與保守的警察，已深具人權保護的理念與行動，打破警察「非人性化執法」的刻板印象。

（三）方案的範圍與服務對象

1、方案的範圍

指的是所涉及的執行單位。目前方案的設計，是以性侵害被害人所需的身心醫療、社政輔導、警方調查與檢察起訴的過程為規劃範圍，雖然司法審判也攸關被害人權益至鉅，然而方案畢竟是解決問題的開始，若是涵蓋範圍過大，不僅所遭致的阻力可能影響此方案的效能，也可能使原本投入改革的單位與人力陷入連鎖的問題當中，而迷失應遵從的方向。

雖然方案的切入點是從上述四大體系（醫療、社政、警政與檢察）的整合開始，然而這並不意味方案的規劃不需要考慮後續司法審判的影響，然而方案畢竟為性侵害防治工程中階段性的改革實驗方案，只有一方面在方案中不斷實踐與達成保護被害人的目標，一方面也藉由方案的推動，刺激探索後續的司法改革方向與重點（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1a）。
2、方案的適用對象

目前方案使用者的規劃，不僅以智障與十六歲以下性侵害被害兒童與少年為主，也包含被害成人，只要社工人員評估成年的案主適宜進入，且案主有意願，便可進入此流程的保護範圍（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1a）。
（四）方案的流程

性侵害案件以本方案流程與一般流程處理明顯不同，如下表：

	
	減述流程
	一般流程（實施減數之前）

	受理案件
	各受理性侵害案件窗口通報性侵害防治中心指派專案社工前往被害人所在地點（在防治中心社工未到達前不進行訊問）
	通報性侵害防治中心，若被害人為18歲以下或主動要求社工陪同時，才由輪值社工到場陪同（在防治中心社工到達前被害人可能已在警察或醫療單位陳述過案情）

	驗傷採證
	由防治中心社工或警察陪同驗傷，給予心理支持並視個案需要由醫院社工協助使用檢驗儀器記錄傷勢

本方案實施地區設有專責醫院提供隱密、溫馨會談室設備可進行後續偵查筆錄
	若被害人為18歲以下或主動要求社工陪同時，才由輪值社工到場陪同或受理案件之警察陪同，於完成驗傷採證程序後再由警察人員安排到警察局進行詢問筆錄

	訊前訪視評估
	防治中心指派社工在警詢筆錄前訪視被害人，視被害人身心狀況，評估是否適合進入減述作業
	無

	詢問被害人時間
	由防治中心社工評估適合詢問之時間，並建議需延攬之專業人員(如特教老師、手語老師)，提供檢察官、專責警員約定後會同進行
	立即詢問

	會同詢(訊)問
	由值日檢察官親自或指揮專責警員（其中至少一位為女警）兩人一組執行訊問，防治中心指派社工陪同，訊問過程全程連續錄影、錄音
	未有檢察官指揮，警員（通常為女警）直接製作筆錄，若有需要可申請社工陪同，訊問過程無錄影、錄音

	犯罪事實調查
	於報案之初即通報地檢署值日檢察官指揮被害人詢問筆錄、犯罪現場蒐證、嫌疑犯追緝，檢察官提早發動偵查權
	由警察機關依據被害人獲報案人指述內容展開調查

	檢卷移送
	警察機關依檢察官指揮完成犯罪事實調查，檢齊相關證物（含被害人偵訊錄影帶）隨案卷移送地檢署，移送書上載明指揮偵辦檢察官姓名
	警察機關俟犯罪事實調查完成後，檢齊相關證物隨卷移請地檢署偵辦



	分案偵查
	地檢署將案卷分由原指揮偵辦檢察官承辦，因了解案情非有必要不傳訊被害人
	承辦檢察官就警察調查案卷內容傳訊被害人、嫌疑人及關係人等再次訊問


表一：減述作業流程與一般流程之比較

二、方案規劃與推動的縱向面與橫向面歷程與策略

（一）方案規劃與推動的生命週期（縱向面）

依照前述所言，委員會的主事者因性侵害被害保護意識，而不斷思索如何解決的過程中，展開了方案的孕育與推動，而方案的孕育與成長，依筆者的觀察，有其特殊的生命週期，下文除將方案的生命週期，依其內容簡要說明外，也將貫穿其過程的重要事件、策略與方法，略作描述：

1、誕生期（方案初步成型）：在性侵害防治法通過後，委員會已是全台灣性侵害防治工作的首要規劃與推動者，而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僅包含相關公部門的承辦人員，也包含學者專家以及民間團體，當時的陳若璋教授曾提及美國實施「同步錄影偵訊制度」，以保護性侵害兒童被害人，且效果良好（Goldstein，1999；張錦麗、林美薰，2003）。

當時的暴力防治組組長王珮玲女士，因此鼓勵陳若璋教授透過委員會的提案，尋求此制度在台灣實施的可能性與支持，在遊說委員會通過後，便開始透過私下的方式，徵詢中央與地方等重要單位的意見，諸如法務部的柯麗玲檢察官、高檢署的費玲玲檢察官，地方的花蓮地檢署檢察官黃怡君、士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文琪、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戴東麗、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女警隊隊長廖美鈴、高雄縣警察局少年警察隊隊長陳俊吉、花蓮縣警察局少年警察隊隊長黃增樟、高雄縣性侵害防治中心梁玉麗督導（這些人後來也是方案推動的重要成員），以進一步定義方案的初步輪廓與內容以及實施縣市。

整體而言，除環境有利方案誕生外，策略則是必須有推動的關鍵性人物、持續爭取相關的支持並定義方案的內容。方法則為遊說、拜會、開會提案、溝通等。

2、 兒童期（方案具體成型）：為了能進一步獲得穩定的支持與討論，以充實方案的內容，委員會正式成立「專案小組」，成員包括中央部會的承辦人員與地方未來可能推動的地區所屬地檢署主任檢察官，警政、社政主管以及台北市立婦幼醫院院長兼婦產科醫師江千代、高檢署費鈴鈴檢察官與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張錦麗（後三人均為委員會委員），開始進一步研商方案較細部的內容與實施時可能產生的問題，並在此時開始著手草擬「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要點」，以奠定方案實施的合法性基礎與未來執行規範。

當時，討論過程中面臨很大的困難，諸如檢察官與社政單位仍有許多疑慮，犖犖大者為檢察官與社政人員均要提前介入，增加他們的工作負荷等，故反彈最大。當時委員會運用的解決方式，則是促請同機關頗受敬重的資深人員，以說服資淺人員的方式，或是私下邀請有網絡合作經驗的人員說明網絡整合的好處，使得檢察官與社工人員的反彈與疑慮降至最低。

在協調檢察與社政體系後，在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時再納入行政院衛生署代表及地方政府衛生局行政人員，由於醫療人員是較後期進入，檢察、警察與社工，已建立較多的共識，當醫療人員有疑問時，已不勞當初的推動者說明方案的意義與內容，反而是檢察官倒過頭來為醫療人員說明，進行溝通與說服的工作（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0），此戲劇化的過程頗耐人尋味。

換言之，兒童期的重要策略則是建立穩定的支持與討論團體－「專案小組」，進一步充實方案的範圍與實施的內容、找出相關機構內部的倡導者並展開倡導行動、階段性加入新成員、與開始啟動方案推動的合法性基礎。至於方法則為開會協調、私下遊說、接納同理與解決衝突。

3、青少年期（方案確立並草擬相關的執行規範）：除針對合法性地位再行討論與鞏固外，將進一步規範方案推動的階段、時程、範圍、策略、與方案執行的相關表格、實施程序、過程中注意事項等。

由於此方案為跨單位的整合性方案，要在全台灣實施並不容易，因此，確定在防治基礎較好且有意願的台北市、高雄縣、花蓮縣先行試辦，若試辦成效良好，再逐年分階段擴大實施，而試辦期則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開始籌備、九十年一月正式實施。

其間並擬定重要的執行策略，如教育訓練、網絡整合、雙軌式督導（採婦女團體與行政單位的雙軌督導）、研究評估等四大項（下文將詳細說明）。

同時間並訂定重要規範與注意事項，除「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要點」外，尚包括「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詢（訊）問須知」、「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訪社工員訪視紀錄表」、「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同意書」、「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流程」、「直轄市、縣市政府處理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注意事項」、「警察機關辦理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實施計劃」、「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被害人權益書」等七項規定、流程與相關表格（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1a）。

在討論與制定規範的階段中，常面臨意見上的分歧與衝突，委員會不僅多採用私下協商的方式，強化共識，也擅用民間學者專家打頭陣的策略，拉大協商的空間，並避開同為公部門但意見卻相左的尷尬，例如針對方案實施的對象，各方均有不同的觀點，檢察機關認為此方案應針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第十五條的規定，以智障以及十六歲以下的被害人為方案的服務對象，而社政機關卻認為成年時遭受暴力性侵害的被害人，其所遭遇的創傷並不亞於兒童被害人，理應含括在方案的服務範圍，兩方爭執不下時，民間倡導性的實務專家與學者，就可在此時發揮功能，使兩方爭執者回歸以保護被害人的角度，重新思考可協商之處，最後達成此方案仍以智障以及十六歲以下的被害人為方案的服務對象，但社工評估成人被害人也需此方案服務時，則不在此限。

換言之，此青少年期的重要策略為擬定方案推動的策略、製作執行規範、與擴大協商空間。而方法則為私下協商、說服、持續的溝通、擅用民間專家資源與化解衝突等。

4、成人期（確認方案具體可行）：此時已完成規劃此方案的相關事項，不過，還需再度確認所需的相關經費、資源與配備，甚至具體化操作細節，並提升執行人員的動機與士氣。

規範出爐，並不代表方案就可自動上路，執行者對方案如何具體執行仍感模糊，雖有「保護被害人」的大帽壓頂，執行者仍有不知「為何而戰」的困惑，為了解決欠缺動力與不知如何具體操作的困境，此期的策略著重在確認設備與經費無虞、發展影像的具體化操作過程、製造對外的機會與加速凝聚共識。

採行的策略是將前階段討論的程序與內容，借重高雄縣性侵害防治團隊的智慧與資源，拍攝成「減述」作業實體操作的錄影帶（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0b），以具體強化方案實施的可能性，以及到各實施地區與執行者聚餐聯誼、加油打氣，甚至召開記者會，宣佈縣市未來所要實施減述方案的重要性與意義，在一致對外的過程中，委員會也擅用激勵與增強的方法，不僅增添縣市的榮譽感，也建立命運共同體的共識與感受。

5、成熟期（方案正式推動與啟動評估）：方案開始在試辦縣市大力推動，並同時展開督導評估。推動的過程中，由於大家並不熟悉團隊處理模式，而對相關整合性的操作流程與方法更感陌生，推動中問題不斷，因此，方案上路前的教育訓練，以及推動後的網絡整合與問題解決的督導機制，諸如網絡座談、單位內的焦點座談以及建立連絡員與表單等方法，在此推動階段至為重要。

同時間，也進入評估階段，持續蒐集執行過中承辦人員與被害者接受服務的意見，採用的方法以問卷調查、網絡座談與被害人訪談等，以供決策者與推動者參考，並進行相關制度與措施面修正與建構（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1b）。

6、再生期（方案再評估）：進行深度評估，以決定方案是否應持續、擴大或是應轉移至其他領域繼續推廣，方法則可採用較嚴謹的評估研究方式，諸如準實驗設計、被害人深度訪談、文件分析等，由於此期仍在進行，尚未有更完備的資料，故不多做說明。
統整上述方案的生命週期，可知方案基本上可區分兩大階段：「規劃準備期」與「方案推動期」，「規劃準備期」含誕生、兒童、青少年期與成人期四期；「方案推動期」，則含成熟期與再生期兩期。

（二）方案的結構面因素、執行策略與技術（橫向面）

前述以生命週期的縱向面說明方案的進展，接下來將以方案規劃與推動的橫切面，說明所需考慮的結構面因素、執行策略與方法：

1、結構面因素：
（1）法令

雖然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被害人可享有更多的保障，但法中並無明文規定需會同詢（訊）問，並用錄影的方式以減少重複訊問，因此為確保本作業更有強制實施的效力，委員會特別制訂「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並規定由台北市、高雄縣、及花蓮縣自2001年先行實施。此要點屬法律中行政命令，具強制實施效力，以確保方案執行時，專業團隊之建立與合作，並減少不必要之阻力。
（2）人力：

由於各縣市性侵害犯罪防治中心均已設立，並都已配備最基本的相關人力，而此方案因強化過程中的會同詢（訊）問，因此社政人員與檢察官，在流程上都必須提前介入，感覺上好像增加了許多負擔，但事實上，社工人員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規定，對十六歲以下的兒童，本就應依法陪同，而檢察官本也負偵查之責，提前或延後，均應辦理，故本方案的規劃並無新增人力，只是在訓練與整合方面予以加強，不過，若實施的縣市，在性侵害處理人力上，本就不足，縣市則應補強人力，以因應此方案的推行。

（3）組織：

此方案並沒有成立新的組織，原則上是沿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過後，所設立的組織架構（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1999），依各縣市性侵害防治中心設置要點規定，中心應設綜合規劃組、保護扶助組、醫療扶助組、與性暴力防治組。中心並設主任一人，由縣市長兼任，副主任一人，由各縣市主任秘書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秘書二人，由社會局長、衛生局長及警察局長兼任，主要的目標是期望結合地方各單位，以發揮整合的效果，由於檢察單位是歸法務部管轄，因此這個方案中與檢察官的結合就亦顯重要。

（4）經費：

為確保所有設備的購置，訓練研討的支出、督導評估的進行，委員會與實施縣市，應編列相關的預算，以因應相關的開銷，由於此方案為委員會所推動，為激勵縣市實施意願，故在推動時採全額補助方式。

（5）器材與設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有效達成本作業目標，相關的設備必須齊備，包含嫌犯影音辨識系統、司法檢警與社工共用的訊問室、錄影音用具、三方視訊會議系統、傳真機等設備。

2、執行面重要策略與方法

委員會於方案規劃完畢後，交由三市（縣）政府執行，為確保方案可確實執行，便委託現代婦女基金會進行方案之前的訓練與方案上路後的督導與評估。基金會採行之前擬定的教育訓練、網絡整合、雙軌式督導、與研究評估等四大策略，茲說明如下：
（1）教育訓練：

A、訓練的成員與內涵：訓練的基本團隊成員，包含社工、警察、檢察官、法官、心理諮商人員以及視情況需要的專業人士；訓練的內涵則包含性侵害犯罪的本質、相關迷思、被害人可能的反應、加害人的特質，以及各個單位處理應具備的知能外，也包含認識各單位處理性侵害事件的角色與功能，以及處理衝突的方法。

B、訓練的教材：在方案推動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實務者均是一般的人，為求實務者能順利嫌熟方案的運作，倡導者也積極開發相關的手冊、錄影帶與操作的整合流程，而此均依照簡單易懂的原則撰寫與拍攝（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1a；張錦麗、林美薰，2003）。

C、訓練的方法：訓練的方法與內容除強化理念的說明外，更聚焦於案例的研討，以便使實務者可應用這些指導性原則與規範，此外，這也將協助實務者指出處理上的許多難題，並獲得解決的討論與資源，更有助於修正不切實際的原則與規範。

D、訓練時的講師：其來源採取交叉互換，諸如檢察官來幫警察與社工員上課，社工員也可協助檢察官或警察，了解被害者的觀點與感受，其目的，一方面強化不同單位的了解，亦可增進彼此的信任，以利後續的合作。

（2）網絡整合：是一個展現方案合作的動態過程，期間可分為抗拒期、磨合期、支持期或解離期等不同的發展階段，且不同的階段中也應使用不同的方法與技巧。

A、抗拒期：所呈現的狀況為不願投資時間以及資源與網絡其他成員溝通、抗拒改變、容易有負面的情緒以及無法與他人理性對話、擔心別人檢驗與批判自己的工作成果。不論在方案規劃初期或是方案正式在縣市開始推動，網絡的成員只要一開會，就難免有許多價值上的衝突、專業認知的差異以及抗拒改變的負面情緒，要進入理性的「就事論事」，實在極為困難，現代婦女基金會所採行的方法特別著重在溝通時，情緒的支持與同理，以減低彼此的衝突，並回歸理性的探討（張錦麗，2003）。

B、磨合期：理念、立場、機構等的不同一再面臨衝突與挑戰，然而此時也開始有機會逐步了解，原來處理一項工作會有這麼多不同的觀點，以及也可以讓不同的觀點來幫助自己所在的位置與所從事的工作。

由於此方案實施過程中涉及委員會、司法、檢察、警政、醫療、社政等不同的單位，而這些單位又分屬地方與中央層級（例如法務部的檢察官是屬中央部會級，而台北市防治中心乃屬市級）參與的人員又包含不同的階級（地檢署的主任檢察官，職務階級高達12職等，而防治中心的社工員只有6職等），因此協調聯繫變得極為複雜，除上述可運用的溝通原則外，以下有幾個筆者在進行中所運用的方法，詳細說明如下： 

（A）打破階級：所有會議（包含正式與非正式）均由民間團體的倡導者作主席，即使與會者某人官階很高，但也只請他成為與會的一員（與其他人平等），其主要用意是要打破階級意識、形式主義，塑造平等合作的新團隊，且會議中使用的語言盡量平民化，諸如開場時，主席絕不稱長官、警官等而是以工作伙伴與名字稱呼，其次特別注重位階較低的社工員與警員的發言，以提高其自尊與會議中的專業地位。

（B）各個擊破：方案執行過程中，難免有一些人員會有排拒抵抗，抱持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而更堪憂的是，這些人還不時在單位裏或單位間散佈不力方案推動的耳語，此時所運用的處理的方法為強化個別溝通、曉以大義，並賦予他更重的責任，持續支持鼓勵，並同時讓他瞭解中央辦理的決心與法令的基礎。

（C）合縱連橫：由於方案實施涉及多個單位，若短時間無法迅速整合成一新團隊，則先結合屬性較為類似或層級相同的單位，再結合其他，例如先讓檢察與警察的觀念、作法先趨一致，其次再考慮讓社工再加入。

（D）正式與非正式管道並重：倡導進行的過程中，有正式的網絡座談會，在這些會議中，相關的單位不僅有口頭的意見，也有書面的報告以便說明思考反省的的結果與其改善的情形，方便日後督導單位追蹤考核，然而這些正式的座談會往往會遺漏調一些基層的意見，此時，就要靠其他非正式的管道，諸如私下面談或電訪，以及焦點座談（聚集同一單位的承辦人員，且以非長官的基層人員為主）予以補足。

C、支持期：經過前述階段的碰撞與磨合，執行者已較能肯定不同單位的執行人員是應共同合作，並承認合作確實能為自己的工作帶來加分的效果。此期的重點策略在於製造對外的機會，以加速凝聚彼此的密合度，所採行的方法，是選出執行中的佼佼者或特別有意見者，成為下一階段方案訓練的講師，並分享方案合作的正面經驗，同時也可舉辦大型的觀摩會或記者會，以強化成果的發表與參與者的榮譽感。

當然，方案也可能面臨解離期，若理念、立場、機構等的不同一再面臨衝突與挑戰，且無法進行有效的舒導與化解，在累積過多負面的情緒後，將無法進行理性對話，而有可能使方案終告結束。

（3）雙軌式督導

方案規劃之初，因顧慮上級的行政督導容易喪失客觀性與產生抗拒感，故邀請現代婦女基金會同時加入雙軌式督導，期望透過民間的專家與行政人員的雙元介入，協助縣市的執行人員在推動時，能界定問題、釐清問題甚而解決問題，以減少推動之初的挫折與困難。

由此可知，督導首在解決問題，因此建立解決問題的機制就成為方案推動的重要策略。茲將現代婦女基金會所採行的問題解決機制說明如下（張錦麗、林美薰，2003）：    

A、建立整合型座談會－網絡座談會

前述已在資料蒐集的方法中提及座談會的內涵，而其成員包含各單位性侵害處理的決策級領導人、民間團體的專家與執行者，其目的在於提昇溝通與增進整合的機會，座談會進行之前，各單位的人員應先開會，以預作討論，有較具體的結論後，再提到座談會與其他單位的成員討論，討論後需形成解決問題的方法與時限，並在下一次會議中，以書面的方式，再行檢測問題是否改進，或是還有哪些問題，在方案推展初期，約兩個月進行一次跨單位的座談會。

B、建立單位內的焦點座談

由於單位間可能有權力不均等的情況，或是有某些議題需要較深度的探討，以及成員間情緒上的問題需要處理，此時就可進行焦點座談，以聆聽第一線的執行者，他們在推動上的困惑與難題，藉著團體的討論與情感的發抒，不僅可排除疑慮、強化方案的共識，也可提昇解決問題的資源與能力。焦點座談的帶領人也是督導評估小組的成員，參與的成員，則包括某單一機構的執行者，如社工、警察或是檢察官。

C、建立跨單位問題解決的對口人員（連絡員）與表格
在案件處理的過程中，隨時有可能發現各單位處理上的問題，有時是屬於個人的問題，有時是屬於機構處理的理念與程序面的問題，若等到下次的會議，有可能會延誤處理的時效，此時就需要立即進行協商，而協商的人員，則是固定的人員，以進行對話，諸如檢察體系婦幼保護專組的組長、防治中心的主任或督導、女警隊或少年隊的隊長或副隊長等，協商的人員可視問題的大小，將所面臨的問題，寫在相關的表格上，或透過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的處理方式，告知對方，若問題解決有具體的協議，也須經過書面的方式，共同約定今後處理的方式，以確保不再犯第二次錯誤。

（4）研究評估

又可分為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

A、過程評估：目的在了解評估方案實施之後，其實際執行的情況，以及達成服務案主群的程度。過程評估的重點在於：A、方案設計是否滿足被害者的需求？ B、方案本身是否依照著原先預期的目標實施？此方案執行之初便展開紀錄上述兩種資訊，以便確保日後可經由追蹤（tracking）在方案實施過程中的所有記錄、文件及個案檔案等獲得（Martella et al., 1999；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1a）。

B、結果評估：主要在於對方案做總結性的評估和價值判斷。其包含Martella 等學者（1999）主張的四個層次：A、方案參與者的情況是否因此而改善？ B、相對於未參加方案者而言，方案參與者是否獲得較大的改善？ C、服務方案的提供和結果間是否產生因果關係(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 D、方案的結果是否可普及化（generalization）？ 
進行的方式，採取透過對被害人與執行人員的深入訪談、問卷調查與準實驗設計等，以瞭解服務過程中被害人的感受、執行人員的態度、因果關係以及方案的效能等（現代婦女基金會，2003）。
伍、「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方案的成果與挑戰

一、制度面的改善

（1） 促使各檢察署承辦性侵害案件之專股檢察官落實專業專責： 

法務部為考量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一方面要查緝追訴加害人，另一方面要處理被害人保護及為協助被害人出面指證犯罪而涉及其他專業相關之多面向問題，在在需要累積特殊專業與加強專業網絡互動，於1997年函令各檢察署成立「性侵害案件專股」，遴選資深穩重、平實溫和、已婚之檢察官辦理。若該專股檢察官為男性時，應配置女性書記官。必要時得指定女性已婚檢察官協助，嗣後於1998年成立婦幼保護專組（股），專責處理之案件包括：性侵害、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家庭暴力、少年等案件。在本方案推動之後，隨著實施階段規劃，各實施地區隸屬之地檢署在輪流值日、案件分派及偵查指揮權發動上，都有配合調整，為能使偵查檢察官於案件受理時，在第一時間即時介入，由本方案輪值24小時婦幼專組檢察官，及時受理性侵害案件通報及指揮偵辦；該案件偵破後，處理之警察局移送書需註明指揮之檢察官姓名，地檢署分案時將秉持偵查「一案到底」之原則，把案件分給原受理指揮偵辦的檢察官；檢察官偵辦案件時，可優先勘驗警局所製作的筆錄與錄影帶，如非必要，將避免重複傳訊被害人，且為能追蹤瞭解性侵害案件後續處理情形，法務部於2003年12月函各級法院檢察署，於2004年1月1日起，在接獲警察局移送性侵害案件於分案時，如該案係屬本方案時，需於卷面上註記「適用減述程序」，以利後續統計起訴率、定罪率及偵查所需時間，是否因減述程序而有不同，以評估本方案執行成效。
（2） 警政署責成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成立婦幼案件專責小組並促使婦幼警察隊正名

1、2001年11月警政署函頒「警察機關處理性侵害案件注意事項」規定各警察局指定刑事偵查人員，專責處理性侵害案件偵查及現場蒐證，以有效整合被害人告訴筆錄、嫌疑人逮捕、現場蒐證等分屬不同單位辦理之情形。

2、2002年4月警政署函頒推動婦幼警察隊（組）偵辦重大婦幼案件執行計畫」

由於本方案實施前，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女子警察隊或少年警察隊婦幼組，只負責婦幼安全維護相關業務，卻不負責危害婦幼人身安全案件之偵查，致使性侵害處理功能未能完全發揮，而在方案推動之後，為強化女子警察隊或少年警察隊婦幼組的功能，特別於2002年7月1日起，擇定六地區婦幼警察隊或少年警察隊（婦幼組），專責偵辦連續或嫌疑人未明之性侵害（不含猥褻）案件、重大家庭暴力案件以及販賣人口、強使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等受到國際及媒體關注等重大婦幼案件。 

3、2002.03.08婦女節當天，警政署發佈各警察局女子警察隊正名為婦幼警察隊：

由於女子警察隊係以性別命名，致使女子警察隊執行業、勤務之男性員警產生困擾，亦易造成婦幼安全工作係屬女警工作範疇之錯誤認知，對婦幼安全工作推展存有長期不利的影響，警政署有鑑於此，並考量前述警察局女警隊（組）組織功能調整，參酌社會各界意見，而將「女子警察隊」名稱修正為「婦幼警察隊」，少年警察隊「女警組」修正為少年警察隊「婦幼組」。
（三）偵訊筆錄電子化、標準化與專業化

完成警察機關處理性侵害案件詢問被害人、嫌疑人電子筆錄範本，提供各警察局參考使用，並大量提供詢問技巧專業訓練，加速警察機關性侵害案件處理專業與標準化。而其標準範本中，不僅有事實的陳述，也特別提醒員警應注意被害人的情緒反應與紀錄，以提供更真切的事實原貌。

（四）強化地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專業專責，建立地區性侵害防治專業資源網絡

1、指定各地方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為本方案聯絡中心，落實原有性侵害事件通報機制，於接獲相關單位電話或傳真通報後，指派專案社工員專責處理性侵害案件，並到場訪視被害人，提供情緒支持、評估被害人身心狀況，建議適當之訊問被害人時間，考量當事人特殊需求，協助連結專業人力協助（律師、特殊教育老師、兒童心智科醫師、心理師、手語老師…等），或轉介後續專業服務。

2、為解決地區防治中心人力負荷，各實施地區因應需求分別建立專責人力運用模式，例如：台北市非上班時間社工員出勤人力不足，為完成本方案需求，專案增聘專業社工人力，於假日、夜間待機值勤（on call）。而出勤訪視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時，需做成訪視紀錄，移交後續的專責社工處理；花蓮縣則考量轄區地理位置狹長，交通不便，社工人力必須劃分小區域專責輪值，對應警察局專責人力，因人力穩定性較高，經長期合作，已建立警察、社工固定合作之伙伴關係。

（五）增購筆記電腦及無線資訊設備，輔助遠距處理案件，以及增添陰道顯微攝影儀，來強化醫療採證驗傷之證明力

1、針對各實施地區，內政部專款補助地方政府採購本案所需相關設備，包括筆記電腦、無線影音傳輸系統、視訊會議系統、數位錄影、錄音系統等，使在不同地點之工作者，可採用便利的設備相互聯繫、共同處理案件。

2、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過後，行政院衛生署為配合推動性侵害案件防治，提升各醫療院所處理性侵害案件被害人驗傷、採證之專業，在臺、澎、金馬地區共指定157家性侵害防治責任醫院，協助地區性侵害案件之驗傷、採證及診療，本方案實施後，更加強敦促各責任醫院指定專責人員（社工或護理人員）協助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求診，提供溫馨、隱密的診療環境，會診相關醫療專科，並於必要時，建議使用陰道顯微攝影儀紀錄傷勢，提供法庭審酌。

（六）跨單位、跨公私部門，且不分中央與地方，開啟不同專業間對話機制

本方案推動之初，內政部委員會即邀集中央相關單位包括司法院刑事廳、少年及家事廳、法務部、行政院衛生署、國防部、警政署、地方政府等代表以及專家學者共同研商，此一跨部會的專案小組會議，最大的意義在營造了一個開闊、自由、跨專業的對話平台，在十餘次正式會議，及無數次非正式協商與聯誼中，逐漸增加了彼此的瞭解、信任，凝聚了以性侵害被害人為中心的共識，過程中，不同專業間懂得聆聽別人的心聲，警察感受到社工協助被害人心理重建的努力，檢察官看到警察為釐清案情蒐集證據的用心，法官瞭解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及偵查工作者的付出，經由不斷的溝通，與會者放下本位主義的堅持，真誠的面對實務工作的需求，並認知自身專業不足以解決被害人所面臨的問題，終能放開心胸，建立醫療、社工、警察、檢察官等共同合作處理刑事案件的模式，也成為我國跨單位整合的一個典範。 

（七）將軍人、少年涉及性侵害案件納入本方案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因被告身分有不同的偵查、審理程序，如軍人涉案將接受軍事檢察署偵查、送軍事法院審判；涉及少年（12歲至18歲以下人）或兒童（12歲以下）之案件，應先送少年法院（庭）審議，以致依本方案處理性侵害案件將因不同涉案被告的身分，而不能一體適用，為求案件處理完整性，於方案實施一年後，內政部再度邀集司法院刑事廳、少年及家事廳、法務部、行政院衛生署、國防部、警政署、地方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等代表，組成第二階段專案小組，研商軍人、少年（或兒童）涉案處理程序連結，經三次專案會議協商完成「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修正，司法院訂定「少年法院（庭）調查性侵害事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注意事項」，於2003年2月15日起，軍事檢察、軍事審判系統全面實施，各少年法院（庭）配合本方案推動地區實施。

（八）開創專業資源引進刑事案件被害人偵訊，及彈性調整詢問時間模式

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誠如前述，因為司法審理極度依賴被害人、證人的指述，實務運作上瞭解被害人為兒童或智障者時，因語言理解、陳述能力較低，而警察、檢察官又不具備訊問特殊被害人的專業，以致事倍功半，甚至可能產生證詞反覆或證詞證明力不足，以致使案件呈現膠著，或不利於被害人之現象，「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明訂社工員進行訊前訪視時，應評估被害人的身心狀況，如有特殊需求，則主動提出引介專業資源協助，例如特教老師、手語老師、兒童心理師等，此方案之處理，不同於以往立即詢問被害人之方式，並可視相關配合條件，另行約定時間，進行會同詢問。
伍、執行者的觀察、省思與挑戰

本方案推動執行時，除了前述面臨制度面上調整、工作流程及作業方法的挑戰外，更大的衝擊層面是執行者價值觀、工作態度及優先取向的改變。筆者從事警察實務工作十餘年，深知刑事偵查「破大案、抓要犯、肅槍、反毒」在刑事司法範疇中不可撼動的重要性，而講求時效及優勢警力壓制犯罪，更是警察長久以來的工作價值，雖然性侵害犯罪與殺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恐嚇取財等案件同被列為六類暴力犯罪之一，然而由於第一線的警察，在養成教育及在職訓練中，缺乏對性侵害犯罪特性、被害人心理層面反應（如創傷徵候群）的相關課程，實務上又因為中國傳統觀念影響，認為辦理性侵害案件會帶來霉運，心理上抗拒偵辦，以致刑事偵查員之專業知能進步緩慢，因此，筆者推動方案之初，常常要面臨執行者的抗拒。除此之外，更艱巨的挑戰來自如何說服行政長官，相信以被害人為中心的思維，能激勵被害人配合司法偵查的意願，提高當事人對司法的信任及滿意度，進而能使性侵害破案、起訴以及判罪率提高，因此筆者始終堅持，方案的評估是方案推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如此一來，才有更多科學的數據，以說服決策者。

為使方案能順利推展，委員會同步委託現代婦女基金會進行訓練、督導與評估，某種程度而言，這也加深了方案的第一線工作者，更瞭解方案執行的精髓－維護弱勢人權，強固各單位倡導者的信心，且透過執行與互動過程，強化不同專業的網絡合作關係，使方案的推動，因工作者彼此的增權（empower），而走的更行穩固。

三年執行下來，我們看到警察、檢察官在承辦性侵害案件時，變得更柔軟，他們學會了傾聽，被害人不僅只是刑事案件的證人、證詞的提供者，更是身心受創的「人」，在司法程序中他們可以跳脫物化的影響，給予被害人全人的關照，且在工作中引進社會工作的思維，甚至有一些警察人員為被害人最佳利益考量，主動與社工配合協助安置庇護或轉介輔導。委員會持續提供相關專業訓練及網絡合作課程，經由警政署要求落實專業專責，提升女警承辦性侵害案件的專業，也讓女警在刑事偵查領域邊緣化的角色找到著力的舞台，雖然依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警詢筆錄原則上不具有證據能力，但依多數檢察官與法官的實務觀察，由受過專業訓練的警察人員，依循本方案發展的電子筆錄範本所做的筆錄，具有深度及可信性，當被害人面對法庭審理，因種種因素造成前後指訴不一時，當初的警詢筆錄，將可能例外地被認定為具有證據能力，而為法庭所採信。

檢察官因為參與網絡合作偵辦性侵害案件，與相關專業交流，吸收社會工作理念，贏得警察人員信任，更能在第一時間掌握偵辦時效，使地區警察成為偵查的左右手，合作無間的結果，將使被害人成為最大的贏家。

而社工員因為與檢察官、警察有了深度互動，變得更有法律概念，懂得讓證據說話，能夠爭取驗傷採證時效，注意證詞的法律效果。至於本方案強化醫療、護理人員協助被害人驗傷、採證的法律專業，也使醫院成為性侵害防治網絡一份子，不論是提供溫馨安全的場所或是相關精密的儀器設備，均更貼近被害人的需要。

不過本方案執行最大的獲益者，是筆者自己，因為每拓展一個新實施地區、每邀請一位新進工作者加入，先前的努力就必須歸零，重新開始協商，重新爭取認同，重新喚起工作共識，重新點燃大家心中為理想奮鬥的熱情，除此之外，還需不斷面臨他人的疑慮與抗拒改變。而最令筆者深感困難的還有經費無著與人力銳減的難題，好幾次都有放棄的念頭，然而轉念一想，筆者肩負的又豈只是一項業務的成敗？更是期望建立友善司法環境的理想，每思及此，只能愈挫愈勇，奮力向前。因此，筆者告訴自己，重新開拓是方案必經的歷程，他人的疑慮與抗拒是挑戰筆者對理想的堅持，經費與人力不足，更是代表考驗筆者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正面思考的過程裡，筆者開始學習更有耐心、更有理想、更有彈性，許多問題也開始逐一獲得解決，甚至連最難的經費問題，也在筆者絞盡腦汁之下，三年執行期間，採用了三種不同的方式，分別以「政策性補助款」、「指定用途獎勵金」，以及修正「內政部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的方式，順利克服。
陸、結論

經歷催生的陣痛，萌芽的掙扎及茁壯的奮鬥，我們深切明白性侵害案件被害人，真正在意的並不是她（他）被問了幾次，而是在傳訊的過程中如何被對待，相關人員有沒有給予支持或協助，有沒有提供友善溫暖的環境。

方案現在仍是進行式，它是一個有生命力的方案，最精彩之處在於藉著一再反覆的摩擦、衝撞、溝通、瞭解，凝聚一批來自不同領域，且願意為理想奮鬥的工作者，建構一個「說真話」的平台，真誠的面對心中的感受，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在這個動態的歷程中，彼此激勵成長。

自2001年至2004年已推動實施的地區，共有十三個縣（市），超過台灣地區直轄市、縣（市）的半數
，我們知道方案的落實仍有進步的空間，方案在進展中，仍將持續思考與解決因執行的人、事、地不同，所產生的各式問題。

回顧這些年的經歷，我們發現「人」是決定執行成效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也是方案得以進行的最大資本，如何照顧工作者，維持他們持續工作的熱情，全力投入執行與倡導，才是本方案長久穩定的基石，我們發現關照工作者的次級創傷，避免工作環境、工作條件所造成的工作耗竭，將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

當然，如何爭取司法界人士支持？如何爭取更多專業的社工、警察人力？如何面對刑事訴訟法上，交互詰問制度所帶來的被害人衝擊？仍是本方案面臨的挑戰，我們不知道能走多遠，但我們知道方向在哪裡，相信本方案會隨執行時間，累積發展的歷程，我們也相信必須堅持得夠久，才能看到改變，無論如何，我們將真誠面對執行的成果，持續修正，邁向維護弱勢司法人權的終極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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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Milestone in Multi-Disciplinary Criminal Case Processing: the Taiwan Experience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By: Wang Su-Huan and Chang Ching-Li

I. Preface

“There was a case of sexual abuse in a religious organization reported by the Xi-Zhi-San-Bao Monastery yesterday. Of the 25 monks that were investigated, the eldest was only in their third year of middle school, and the youngest was in their second year of elementary school. One monk in particular begged in tears to the main prosecutor, ‘Don’t ask me anymore! You’re already the seventh person who’s asked me about this. I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it anymore…’. Some of the monks expressed that they had already been asked a total of 17 times”…” the head prosecutor, Chen Wen-Qi expressed that this was the second attack…”(United Daily News, 2000). The description from this periodical was not out of the ordinary at all. In fact this is an experience, which is common to all victims of sexual abuse. Notable reporter Hsu Lu described the painful experience in the police station after she had been sexually abused in her book Survivor from the Black Night, “The female officer routinely pulled out her notepad, and asked me my person information: ‘name?’; ‘address?’; ‘profession?’”…”The officer was very serious and rushed. I suddenly realized that this was an official log. At that instant, I just wanted to escape. But the door was closed” … “The officer asked me about every event and detail, and I started to get a mental picture of the occurrence. I even tried to get make up some rational sounding details for the memories that were utterly in pieces so that she could finish her log” …”When the officer asked me, ‘Did he rape you?’, I violently shook my head. The officer asked again. My stomach knotted up, and I was in so much pain that I started to faint” … “I then told her that my stomach hurt, and asked her if we could stop…” There were also cases from the Taipei Modern Women’s Foundation help files in which the victim asked the researcher, “Why do I have to keep repeating myself? The male cop asks me, then the female cop, then the doctor, then the nurse, and then the social worker asks me again! Then, just when I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it anymore, the prosecutor asks me again. And who’s next? The Judge, right?” … “Can I just get a little justice here? Are they really going to believe me? Maybe I’ll go crazy way before I ever see justice”… “Who’s going to help me? (Taipei Modern Women’s Foundation, 1998)”. This is an attack that occurred after the passing of the Law of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Sex Violation, yet they still did not get the respect and protection that they deserve. Is it because the system is incomplete? Is the law not insufficient? How can it be that these people have to deal with so much pain, even after they were attacked? What ca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do so that these people can get a little justice? 

II. Written Analysis

1. Taiwan sexual abuse crime scenario analysis

A. Sexual abuse occurrence
With the help of extensive promotion by female organizations, The Law of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Sex Violation finally passed in 1997. This new law provided specially regulated protocol for the processing of sexual violation cases, as well as protection for the victims in such cases. According to the crime statistics of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National Polic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year, rape and gang rape cases processed by police stations during recent years (1997-2003) have increased marginally, with an average total of 1,921 cases each year (diagram 1). However, if this is compared from before the passing of the Law of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Sex Violation, the number of cases has noticeably increased (diagram 2). Why was it that the number of cases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after the passing of the law? One can find that the answer is because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 high number of hidden violations
. After the law passed, one can see that the care shown by the vast governmental manpower and resources helped to gradually uncover the hidden cases (Huang Fu-Yuan, 2000; Chang Ping-Wu, Fan Guo-Yong, and Huang Fu-Yuan, 2002). 

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crime experts, the number of sexual evaluations is actually 7 to 10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reported cases (Huang Fu-Yuan, 2000; Fan Guo-Yong, 2000). Thus, one can ascertain that the average number of actual sexual violations occurring each year is approximately between 13,000 and 19,000. However, according to observations of the experienced sexual abuse counselors at the Modern Women’s Association, the number of hidden violations could be considerably more than these figures suggest (Taipei Modern Women’s Foundation, 2002). From this, one can see the severity of sexual violatio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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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ram 1: Statistics of rape/gang rape cases processed by Taiwan police organizations from 1991-2003

Note: Diagram information was received from crime statistics of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National Police Administration; *2003 information represents initial statistics
Diagram 2: Statistics of rape/gang rape cases processed by Taiwan police organizations from 1991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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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ex of sexual violation victims and suspects. 

Over 95% of all victims of sexual abuse in the Taiwan area are female, and over 90% of suspects are male. Thus, on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rather extreme figures for the sex of victims and offenders in sexual violation cases. Detailed analyses are shown in diagrams 3 and 4: 

Diagram 3: Analysis of gender of sexual abuse victims in cases processed by police institutions in the Taiwan area during 1997-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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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ram 4: Analysis of gender of sexual abuse violators in cases processed by police institutions in the Taiwan area during 1997-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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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sexual abuse victims and offenders
70% of all sexual abuse victims in the Taiwan area are 18 years of age or younger. The greatest distribution of sexual violators is aged 19-23, and the second is 12-17, as shown in the diagrams below: 

Diagram 5: Age distribution analysis for sexual abuse victims from cases processed by police institutions in the Taiw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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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ram 6: Age distribution analysis for sexual violators from cases processed by police institutions in the Taiw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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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can see from the above information that, by adding in the hidden violations figures for the past seven years, the average number of violations each year could likely be around 13,000-19,000. The vast majority of victims are female, and the majority of violators are male. Also, the majority of female victims are students and children and teens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 old. 

2. Characteristics and harm to victim in sexual violation cases

Many studies found in recent years forcible rape and gang rape cases were by far and large a crime of violence rather than a crime of lu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olator (Groth, 1979; Holmes & Holmes, 1996; Huang Fu-Yuan, 2000), and they were mostly premeditated crimes. The American scholar Amir (1979) believes that premeditated violations compose 71% of all violations. 

Many experts (Wang Li-Rong, 1999; Wang Can-Huai, 2001; Chang Ching-Li, 2000) contend that sexual crime is a special type of crime, and that it’s not just a crime of lust, but also of violence. The reason why sexual violations are so horrible is not just because the violator makes contact with the private parts of the victim against their will, but rather because of the violator’s attacking, abusive, harmful methods with which the crime is conducted. These actions cause the victim physical harm, but can also create devastating emotional distraught and distortion of self-awareness, resulting in the inability of the victim to normally function in everyday life. Added to this is the damage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recepts of female purity and reputation, which severely affect the victim’s relationships in their social and family life. Because of this, both foreign and Taiwanese experts believe that victims of sexual violations could likely experience great lifestyle changes, and could even fall victim to rape trauma syndrome (Wang Can-Huai, 1999).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s of many long time councilors of sexual violation victims (Chang Ching-Li, 1999), one may find that rape trauma syndrome can definitely extend the harm to the victim. The lingering effect can even last as long as 10 years. There are even some cases in which the victim is burdened by the experience for their entire life. Obviously, other factors play a vital role as well in the extent of the victim’s recovery, such as personality, maturity, support from friends and family, etc. Likewise, obstacles such as depression, fear, anger, withdrawal, helplessness, and sexu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experience react rather similarly. 

3. Reasons for concealing sexual viol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Xu Chun-Jin and Ma Chuan-Zhen (1992), the thre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sexual violation are: 1. Low report rate, 2. Low conviction rate, and 3. High repeated offense rate. Why is it that the victim is unwilling to report the case, and get their justice? According to Xu Chun-Jin’s and Ma Chuan-Zhen observations (1999) about workers involved with the Law of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Sex Violation (including police officers, social workers, educational personnel, medial personnel, judiciary personnel, etc.), most of the workers feel that the reason why victims are unwilling to report their case is because of “damage to personal reputation”, with 73%. The second most popular opinion was because “fear of revenge from violator”, with 50.2%. The third reason was “not wanting to remember the experience”, with 49.1%, and the fourth was “private settlement”, with 45.7%. 

According to investigative research of sexual abuse victims in the Taiwan area by Xu Chun-Jin,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most common reason for not reporting the incident was “not knowing who the attacker was/lack of evidence”, with 41.2%. The second highest “feel that it was a personal event, and are not willing to publicize it” or “feel that it wasn’t a severe crime”, each with 29.4%. The third most common reason was “fear of revenge by violator or other party”, with 17.6%. 

One can see from the above research that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victims of sexual attack not willing to report the incident were due to damage to reputation, lack of evidence, and fear of revenge. Associated scholars also further clarified the reason of unwillingness to report, and found that the predominately female victims exist in a male dominated society in which female victims are admonished for their circumstances. This makes females unable to muster the courage to come forward and seek help. Even if they do seek help, they often face problems with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police investigations, civil lawsuits, and judiciary review. The number of personnel and institutions involved is staggering, yet these personnel of the so called “sexual victim protection system” may lack the training necessary for them to clearly identify the victims problems. This can cause them to manifest inappropriate attitudes or value systems, and can even cause an imbalance in the entire system due to a lack of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this not only forces the victim to repeatedly relive the traumatizing event through the constant questioning by each of the separate institutions, the victim is also in danger of becoming further traumatized from inappropriate lines of questioning. It’s no wonder that sexual crime prevention experts estimate that the number of hidden offenses is several times greater than reported cases (Chang Ching-Li, 1997a; Wang Li-Rong, 1999; Huang Fu-Yuan, 2000). 

4. The Judiciary Difficulty faced by Sexual Abuse Victims

The Taiwanese criminal court code states that criminal activities should be based upon witnessed fact. In criminal trials, the law requires that the necessary certainty for criminal activity must b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s termed by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Because of this, should there exist a reasonable doubt, the presiding judge should seriously consider a verdict that would benefit the defendant (Zhou Su-Xian etc. 2003). From this, one can see that the system is obviously sided against victims with incomplete evidence. 

According to The Taiwanese judiciary system, criminal cases are structured around verbal testimony and display of related evidence. At the same time, by the very nature of sexual crime, sexual violation trials have always tended to lack witness testimonies, and physical evidence is extremely scarce. In fact, the entire case is reliant entirely upon the testimonies given by the victim and violator, the latter of which is extremely unlikely to freely admit that they are guilty of the crime. Because of this, sexual violation convictions are extremely difficult to obtain. In general, there are two types of evidence that can appear in sexual violation trials (Zhang Ji-Zhen, 2002):

1. Descriptive evidence, including: a. victim testimony, b. witness testimony, c. confession by violator; 2. Non-descriptive evidence, including: a. Hospital diagnostic reports of the victim (recording injuries, damage to hymen, etc.), b. Summary of the victim’s medical case report, c. medical evaluation of sleeping pills, sedatives, etc. used on the victim, d. Medical report pertaining to whether or not the victim shall require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loss of sanity; whether or not mandatory treatment is necessary), e. polygraph test, f. DNA report from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g. suggestive report from social workers or child protection case interview, h. child protection case report, i. social investigative report, j. academic advisory information of the victim, k. telephone log l. handicap manual, m. torn clothing, n. weapons used in crime, o. audio recording, p. video recording. 

In terms of descriptive evidence, the defendant would not normally confess to the crime, but rather give an oral defense in their favor, and refute the crime evidence. Thus the confession from item c is especially rare. As for questioning of a witness by a prosecutor or judge during investigation or sentencing, there are very seldom many witnesses due to the private nature of the crime. Therefore, other corroborating evidence must aid the witness testimony before the judge would give credence to such evidence. In terms of the victim’s testimony, the judicial processes mainly involves live questioning of the victim, and are irreplaceably important. Unfortunately, the victim is often unwilling to appear in court, or their testimonies lack stability due to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ases such as incest or other cases in which the victim knows the violator) or incomplete memories, which can cause the legal system to fail.                                                                                                                                                                                                                                                                                                                                                                                                             

In terms of non-descriptive evidence, items a-e mainly deals with evidence that the victim cannot guarantee is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is evidence can vary greatly,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victim sought immediate medical attention or whether there were changes in their conditions because they were examined after reporting the case. Items g-j deal with reports or logs of the victim conducted by other personnel, and can be used as corroborating documental evidence, and vary in persuasiveness due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individual. Items k-p is not items that apply to every case, and may not be used as evidence at all. 

One can see from the above information that sexual violation cases are more reliant on the testimony of the victim and violator, and the performance of involved parties during the trial than any other type of crime. If the involved parties are not apt at expressing themselves, such as a child or mentally impaired individual, they will appear rather ineffective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Moreover, the lack of direct evidence in sexual abuse cases (such as sperm or hair left by the violator, eye-witnesses, video recording from the crime scene) makes rulings in sexual violation cases even more difficult. 

In addition, feminists and related experts (Wang Tzan-Huai, 1999; 2001; Chang Ching-Li, 1999) believe that the biases of our male dominated society towards female sexual abuse victims cause more scrutiny towards victims in court than in general cases. Moreover, the courtroom personnel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emotional and monetary problems, occupational stereotypes, and conduct of the victim and violator, which can prevent them from clearly discerning the truth in such cases. What’s also worth mentioning is that sexual abuse cases not only deal with the physical violation of the victim, but can also cause psychological trauma. This trauma can easily manifest itself as emotional barriers in the victim, which could prevent the victim from reacting in a rational manner, even causing them to lose control or “react in a defensive manner (suppression, denial, transference, reaction formation, etc.)”, which can make memory recall even more difficult. Because of this, the victim is likely to produce reverse or silent testimonies (Chang Ching-Li, 2000). This can create a lot more difficulty for a case that was already difficult to rule on. 

III. Research methods and definitions

1. Research methods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This is a continuous study based primarily on 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is mainly from government department meeting logs, research information, and executive manuals,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publications, meeting logs, and media reports for the years 1999-2004.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historical process and results of the case. 

2. Definitions 

A. Rape victim

Rape refers to a person conducting sexual behavior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other party. According to Article 2 of “The Law of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Sex Violation” rape refers to crimes from Articles 221-229 and 233 of criminal law, including forced intercourse, violently forced intercourse, forced lewd actions, violently forced lewd actions, or opportunistic intercourse, lewd actions, forced (violently forced) sexual intercourse, forced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homicide or major injury, sexual intercourse or lewd actions to underage child, using one’s authority to force sexual intercourse or lewd actions, tricking others into sexual intercourse, forced sexual intercourse or lewd behavior to a child under 16, etc. In addition, other laws are included such as Article 231 of criminal law: forced sexual intercourse or lewd behavior on another person; Article 296: sale, purchase, or detainment of a person for sexual intercourse or lewd behavior; Article 332 and 334: forced sexual intercourse or lewd behavior during robbery. A rape victim is thus the victim of the above crimes. 

B. Secondary harm

Secondary harm refers to the harm incurred by a rape victim during the post-rape search for help due to the disbelief, belittlement, misinterpreting, or querying by others. This type of harm is different from the harm cased by the initial incident, and is called secondary harm (Wang Can-Huai, 2001). 

C. Reduction of repetitive testimony

This refers to the reduction of repetitious narration of the attack and feelings of the victim during the querying process of the coordinated network conducted by prosecutors, police officers, social workers, or medial personnel. 

D. Coordinated Network

This refers to the notion that all departments, institutions, offices, and personnel strive to collaborate and coordinate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user of the services by integrating resources, information, and cases or project strategies, and avoiding lapses, fragments, repetitions, and waste of resources in the system. Through this, the connections within the system can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services can focus on protecting the victim as a common goal (Lin Bi-Hui, 1992; Shi Jiao-Yu, 1995; Chen Zhao-Rong, 1987; Xu Zhi-Ling, 1998). 

IV. The promoting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project 

1. Project Content

A. Project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With the passing of the Law of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Sex Violation, a new door was opened in the protection of rape victims. The law clearly regulated that there should be specific central and local institutions to be responsible for planning and promoting services for rape victims, therapy and counseling for sexual violators, and sex crimes education for the public. Because of this, the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ommittee of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as well as city and county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enters were consequently born. 

However, the specific county and city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enters have mostly been providing a more segmented type processing service in which the social services, police, prosecuting,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work separately. This type of system seriously lacks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hich causes repetitions, lapses, and lengthiness in the services to the rape victim. In fact, the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are unable to utilize each other’s recourses, and can even affect service quality and results (Chang Ching-Li 1997; Wang Li-Rong, 1999, 2000; Huang Fu-Yuan, 2000; Liu Shu-Qiong, 2002). 


To eliminate the secondary harm caused by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rape victim services, such as repetitive questioning, poor questioning, lengthy investigative process, etc, the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ommittee plans to search for breakthrough decision making policy from police and government processing protocol. The project was thus conceived in 1999, after having been discussed on 12 formal meetings and countless private negations. However, in 1999, after a year and a half of waiting, the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ommittee finally reached a consensus in the various institutions from within the system, and formally begun to implement the project in Taipei, Hualien, and Kaohsiung, in hopes that it could be utilized in all of Taiwan if successful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ommittee, Ministry of Interior, 2001a). 

The project basically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3 main objectives: 

a. Integrate the service system: integrate the four large victim service systems (prosecuting, police, social services, and medial institution) such that the number of lapses in the system can be reduced, and the victim can experience a completely coordinated care system.

b. Reduce repetitive testimonies by the rape victim: The project aims at coordination of the four main departments through a collaborative questioning process, thus reducing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the victim has to recall the events of the incident, and reducing the victim’s trauma. 

c. Improve investigative speed and quality: The project shall implement video (audio) recording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dure, thus compensating for the victim’s incomplete or lost memories due to the lengthines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 addition, there shall be social workers or professional personnel on site to assist with the questioning of the prosecutor,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peed of the rape case processing. 

In short, this project reduces the number of times the victim is questioned through a coordination of the four institutions, and helps to improve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the investigation by utilizing video (audio) recording throughout the entire questioning process, thus completely protects the interests and rights of the victim (Chang Ching-Li, Lin Mei-Xun, 2003). 

B.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and range

This collaborative project is rather different when compared to other general projects. Some of its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are as follows: 

a. Collaborative: This project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projects in that it attempts to integrate the four systems (police, prosecuting, social services, and medical). What’s particularly special is that it conquers traditional task distribution and bureaucracy obstacles, and attempts to structure its coordinated services around the needs of the victim. 

b. Multifaceted: This project focuses concurrently on policy, executio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he areas of policy and execution were regulated in this plan to facilitate its initial promotion. However, monitoring and evaluative systems were also created to ensure its quality and success. 

c. Dual-tracked evaluation: This plan utilizes a dual tracked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both female organiz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s and strategies are critical in maintaining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a project. The Rape Prevention Committee boldly utilized the professional evaluative and monitoring offices from the Modern Women Foundation, who claim that advocacy is their duty. The project also combines administrativ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so that the project may become even more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Project efficiency is also streamlined with the aid of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d. Centered on protection of victim: This project was first created around the needs of the victim. Its procedure and services all help reduce the secondary harm of the victim, and has been termed a new marker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Taiwan judicial system. In addition, it has received the praise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has been listed in the “2001 Taiwan Human Rights Report” (Chang Ching-Li, Lin Mei-Xun, 2003). 

e. Police department initiated: The Violence Prevention Team of the Rape Prevention Center (composed of detectives) was the first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this plan on behalf of the authoritative and conservative police officers. This project has also become a great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 and shatters the stereotyped image of the “cold, inhuman police officer”. 

C. Project range and target

a. Project Range

This refers to the institutions involved during execution. The project is currently designed around the medical therapy, social services, police investigations, and prosecuting services required by the victim. Although the court investigation is based around the rights of the victim, it could hinder the result if the system were to become overly large. It could also cause the institutions that were initially supposed to reform to become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being linked together, and lose their direction. After all, the process is supposed to solve problems, not create them. 

Although the project is initially oriented around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institutions (medical, social services, police, and prosecuting), it does not so rigid as to fail to consider the effects of the court verdict. After all, this project was intended to be a multi-phased reform experiment in the rape prevention system. The only solution is to continually strive to protect the victim,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nvestigate future judicial system reform measures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ommittee, Ministry of Interior, 2001a). 

b. Project targets 

Currently, the project isn’t just centered around victims who are mentally challenged or under 16 years of age, but also includes adult victims. The adult victim can be applicabl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is program as long as social worker evaluations determine the adult to be suitable for the project, and the subject is willing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ommittee, Ministry of Interior, 2001a). 

D. Project Procedure

Sexual violation case processing protocol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general cases, such as shown below. 

Table 1: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Protocol Summary

	
	Reduced Testimony Protocol
	General Protocol (befo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duced testimony plan)

	Case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Each sexual violation processing window type prevention center shall dispatch specially appointed case social workers to the location of the victim (questioning may not begin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prevention center appointed social worker)
	Sexual violation report centers may dispatch social workers in shifts only if the subject is under 18, or if they specifically ask to be accompanied by a social worker (The victim could have already given statements at police or medical institutions before the arrival of prevention center appointed social worker). 

	Examination; Evidence gathering
	The victim is provided with psychological support while accompanied by prevention center social workers or police officers, and assisted by a hospital social worker to record injuries, as deemed necessary on a per-case basis. 

Project locations are outfitted with specialized hospitals that provide discrete, hospitable meeting room facilities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cording processes. 
	Social workers or case processing police officers shall be dispatched in shifts to accompany the victim only if they are under 18, or specifically ask to be accompanied. Police officers shall arrange a meeting room in a police station for questioning and records after the injury examin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processes. 

	Pre-questioning Interview and Evaluation
	The prevention center dispatches social workers to interview the victim before the police interrogation to evaluate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victim, and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suitable for the procedure. 
	None

	Time for Questioning of the Victim
	The prevention center social worker determines a suitable time for questioning, and requests additional professional personnel required (such as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sign language teacher) to assist the prosecutor and police officers in the questioning at the appointed time. 
	Immediate questioning

	Questioning 
	The prosecutor on duty and commanding police officer (at least one female police officer among them) shall begin the questioning together, accompanied by the prevention center dispatched social worker, and recorded on video and audio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The police officer (usually female) begins taking notes with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secutor. If necessary, one can apply to be accompanied by  social workers. No video or audio recording in the questioning process. 

	Crime Investigation
	Request the prosecutor’s office dispatch the prosecutor on duty to direct the questioning of the victim, note taking, crime scene evidence collection, and suspect pursuit immediately after the case is received. The prosecutor takes immediate authority over the investigation. 
	Police institution begins the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victim or person responsible for reporting the case. 

	Delivery of Investigatory Evidence 
	The police institutions complete crime investigations, follow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secutor, and deliver the related files and evidence (including victim interrogation videotape) to the prosecutor’s office. The name of the prosecutor is notated on the documents. 
	After police institutions complete the investigation, the related evidence and files are processed by the prosecutor’s office. 

	Separate Case Investigation
	The original prosecutor of the local prosecutor’s office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under the knowledge that the case information should not be relayed to the victim unless necessary. 
	The prosecutor responsible relays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police investigation to the victim, suspect, and related parties, and questions them again. 


2. Project Strategies and Timeline 

A. Project Planning and Promotion Cycles

Based on the above information, the head of the committee developed and promoted a plan in hopes to resolve issues in rape victim protection, and have noticed that this plan follows a special life cycle. The following portion, in addition to summarizing the general life cycle of the plan, also briefly described some of its important focal point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 Birth (initial forming of case): After the passing of the Law of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Sex Violation, the committee was already the first entity focused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nationwide rape prevention activities. The committee members not only included public relations personnel, but also included scholar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t the time, professor Chen Ruo-Zhang mention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demonstrating great results with their synchronous video questioning system and protection of child rape victims (Goldstein, 1999; Chang Ching-Li and Lin Mei-Xun, 2003). 

   
The director of the Violence Prevention Team of that time, Ms. Wang Pei-Ling encouraged professor Chen Ruo-Zhang to lobby for support of a similar plausible system in Taiwan through committee nomination. After passing in the committee, private inquiries were made to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regarding their thoughts on this matter, including Ministry of Justice prosecutor Ke Li-Ling, High Court Prosecutor’s Office prosecutor Fei Ling-Ling, Hualien Local Prosecutor’s Office prosecutor Huang Yi-Jun Shilin Local Prosecutor’s Office Head Public Prosecutor Chen, Wen-Qi, Taipei Local Prosecutor’s Office prosecutor Dai Dong-Li, Taipei City Government Police Bureau Female Police Squad Squad Leader Liao Mei-Ling , Kaohsiung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Young Squad Captain Chen Jun-Ji, Hualien County Captain Huang Zeng-Zhang, and Kaohsiung County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enter personnel member Liang Yu-Li (these people later became important individuals in project promotions). Through this, the committee helped further define a general outline of the project, as well as what counties and cities it would be initiated in. 

In short, the project benefited from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it was created, however the help of certain key individuals was still essential to continue fighting to obtain support and project definition. The individual methods used included lobbying, official visits to key individuals/organizations, meeting proposals, communication, etc. 

b. Childhood (concrete project development): In an effort to obtain even more stable support and discussion to substantiate the project methods, the committee official established project teams to begin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project details and potential problems during execution. Project teams were composed of individuals, including members of the central ministry, Taipei Women’s Hospital Director and Gynecologist doctor Jiang Qian-Dai, High Court Prosecutor’s Office Prosecutor Fei Ling-Ling, and the Modern Women’s Foundation Executive Officer Chang Ching-Li (the previous three individuals are also committee members), as well as head public prosecutors, police administration personnel, social services management from local districts in which the project might be implemented in the future. At this time, the “Guidelines for the Reduction of Repeat Rape Victim Questioning” were also composed, providing a legal basis and model for future executions. 

Many problems were encountered during team meeting discussions, such as the many concerns expressed by public prosecutors and social service institutions, mostly resulting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in workload for the two institutions due to their early intervention. The committee resolved this problem by having respected, experienced members from each institution convince less experienced personnel, or by privately inviting personnel with integrated network experience to explain the benefits of an integrated network, as to keep the concerns and resistance of public prosecutors and social service personnel to a minimum. 

After coordinating the prosecuting and social service systems, the project team brought in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local health departments during the fourth project meeting. However, the medical personnel did not intervene until rather late in the process, at which time the prosecuting, police, and social worker representatives had already reached a consensus on many issues. In fact, each of the concerns expressed by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were abruptly answered by public prosecutor, who provid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explanation instead of the promoter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ommittee, Ministry of Interior, 2000b). This dramatic outcome was rather puzzling if not amusing. 

In other words, the important strategy of the project’s childhood was in establishing the project team, a stable support and discussion organization, devoted towards further solidifying project range and content, looking for advocators in related institutions to begin advocation, recruiting new members, and initiating the legal basis promoted by this project. The methods involved in this stage included: meeting coordination, private lobbying,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c. Teenage Years (Project Range in its Establishment and Draft): In addition to further discuss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project legitimacy, project phases, schedule, range, strategy, execution forms, procedure, and other notable points from the project procedure were further standardized. Because this is a multi-institutional integrated project, implementing it throughout the entirety of Taiwan cannot be considered an easy task at all. Therefore, the project was designated for implementation on a trial basis in locations with relatively developed backgrounds in rape prevention, such as Taipei, Kaohsiung County, and Hualien County. Should the trial implementation prove successful, the project could be expanded over several phases during following years. Planning for the trial phase was set for November 2000, and was to officially begin in January of 2001. 

During this time, critical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were drafted, including training programs, integrated network, dual-tracked monitoring (monitoring by a women’s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and research analysis (see below for details). 

During this time, important project standards and advisory items were drafted. In addition to the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Project- Project Guidelines”, this included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Project - Questioning Guidelines”,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Project- Social Worker Interview Log”,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Project- Consent Forms”,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Project- Project Procedure”,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Project- County and City Government Processing Notice”,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Project- Police Institution Processing Notice”, and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Project- Victim Rights”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ommittee, Ministry of Interior, 2001a). 

Many disagreements and conflicts arose during the discussion and regulation phase, which the committee resolved by reaching consensus in private negotiations, but also in larger locations, strategically led by non-governmental scholars, to help avoid the conflicting ideas in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For example, there were many conflicting opinions regarding target individuals for the project: prosecuting institutions felt that this project should target regulation Article 15 from Sex Crime Law, while social service institutions felt that the trauma experienced by adult rape victims is no less important than that of child rape victims, advocating that they be included in the project service range. In such cases, when the two parties are un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non-governmental experts and scholars can take over, and help the two partie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from the victim’s perspective.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t was finally decided that mentally challenged victims and victims aged 16 years old and under would be the targets for services of this project, however this does not include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specifically evaluated as requiring this type of service. In other words, the important strategies utilized in the teenage years of the project included drafting of project promotion strategy, creation of project range, and expansion of negotiating space. The methods used included private negotiations, persuasion, continued communication, utilizing non-governmental experts, and alleviating conflicts. 

d. Adult Phase (Confirming the Plausibility of the Project): At this time, project planning was already complete, but it was still necessary to verify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required fees, resources, and equipment, in addition to finalizing the details of implementation, and motivating project personnel. 

Although the project was complete, it was still not ready for implementation. The people implementing the plan still felt unclear as to the specifics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e plan was created under the notion of “protecting victims”, but executing personnel seemed to be confused about why the plan was the way that it was. The primary strategy of this phase was centered on resolving these issues by verifying that equipment and finances were in tact, developing a video procedure process, creating outside opportunities, and quickly reaching a common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y that was implemented was to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by making a project implementation video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and procedure attained from previous phases, through the knowledge and resources of the Kaohsiung Rape Prevention Team (Rape Prevention Committee, Ministry of Interior, 2000b). Also, dinner parties were held to encourage personnel in locations designated for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press conferences were held to announce th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in counties and cities of the future. With this, the committee helped to motivate the public, glorifying and unifying each of the cities and counties.

e. Mature Phase (official project promotion and evaluation): The project began its full-scale city/county trial implement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ducted monitoring and evaluative operations. During this process, a lack of familiarity with the teamwork, as well as the integrated process and methods resulted in constant promotional problems. Because of this, the training programs, post-promotional integrated network, and problem resolution monitoring systems, such as network seminars, interdepartmental focused seminar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tact personnel and lists became essential during this promotional phase (details below).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ject entered its evaluative phase, in which opinions of project personnel and victims who utilized the service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survey, network seminars, and victim interview. These opinions were provided as reference to project policy makers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amendment of the project system ands measures (Rape Prevention Committee, Ministry of Interior, 2001b) (details below). 

f. Rebirth Phase (project reevaluation): An in-depth evaluation is conducted to see whether the project should be continued, expanded, or transferred to another area for implementation. Possible methods include strict evaluative and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exact experimentation and design, detailed interview of victim, documental analysis, etc. Information for this phase is incomplete, as it is currently in progress, and no further explanation shall be given. 

In general, the life cycle listed above can be basically divided into two main phases: “planning and preparatory phase” and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hase”. The planning and preparatory phase includes birth, childhood, teenage phase, and adult phase.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hase includes the mature phase and the rebirth phase. 

B.  Project Structural Factors,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and Technique

The project lifecycle shown above explains the progression of the project throughout time. Next, we shall delve into project promotion, explaining the structural factors,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that we need to consider: 

a. Structural Factors:

i. Legal Statutes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guarantees for the victim based on sex crime law, there do not exist any clear regulations for the reduction of victim questioning through collaborative or video recorded interrogation of the victim. Therefore, in an effort to enforc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e rape prevention committee drafted the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Project- Project Guidelines, which called for project implementation in Taipei, Kaohsiung County, and Hualien County starting in the year 2001. These guidelines have the legal weight of a government commandment, strongly enforc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mpliance of project teams, and reducing unnecessary resistance. 

ii. Manpower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enters have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in each city and county, all of which have been outfitted with the basic required manpower. Since this case deals with collaborative interrogation, the social workers and prosecutors complained of an increase in workload due to their early intervention. However, in reality, social workers have always been required to accompany child rape victims 16 years old and under according to rape prevention regulations. In terms of the investigative duties of public prosecutors, the duties remain the same, whether completed sooner or later. This is why there have been no manpower increases planned for this project, except in the areas of training programs and integration, but there have always been manpower shortages sin rape case processing. Therefore, county and cities should increase their manpower in this area to comply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is project. 

iii. Organization

There have been no new organizations established for this project. In principle, all of the organizations established after the passing of the Law of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Sexual Violation s have been regulated by the rape prevention center regulations in each city and county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ommittee, Ministry of Interior, 1999). Such centers are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ment of combined planning organizations, protection and help organizations, medical care organizations, and sexual and violence prevention organizations. In addition,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enters must have a director (held by the mayor or county governor), an assistant director (held by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state or county), an executive secretary (held by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2 secretaries (held by director of health bureau and director of police department). The main goal of this is to combine and integrate different institutions from within the city or county. Since the prosecutor’s office i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it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project. 

iv. Fees

To ensure the purchase of all of the required equipment, training seminar spending, and monitor and evaluation spending, the rape prevention committee must produce a budget for the spending in each city or county targeted for implementation. However, since the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ommittee is promoting this project, full financial support was provided during the first phase. 

v. Equipment and Devices

A good project required the use of good tools with which to implement it. Therefore, there must be a complete supply of equipment to effectively reach cost objectives. This includes suspect voice recognition systems, interrogation rooms for the combined us of prosecuting and police personnel, video and audio recording devices, 3-way video conference system, fax machines, etc. 

b. Critical Strategy and Methods for Project Execution

After the committee completed project planning, it was submitted to the 3 locations for implementation. In addition, the committee commissioned the Modern Women’s Association to provid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pre-execution training, and execution, to ensure that the project is being implementing as required. The training program, integrated network, dual-tracked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evaluation strategies conducted by the Modern Women’s Association are as follows: 

i. Training Programs

1.) Training participants and content: The basic participants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include social workers, police officers, public prosecutors, judges, mental health personnel, and specialized personnel, as they are required. The content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includes the nature of rape, its mystery, possible victim responses, and violator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to the processing skills required by each institution, training programs should include recognition of the roles of each institution in sexual violation cases, as well as conflict management methods. 

2.) Educational training materials: Since the majority of personnel involved in project promotion are just ordinary people, easy-to-understand training manuals, video tapes, and integrated procedure have been developed to ensure smooth project operation (Rape Prevention Committee, 2001a; Chang Ching-Li and Lin Mei-Xun, 2003). 

3.) Training Methods: In addition to improved explanations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raining focuses on cas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in an effort to aid personnel to apply these guidelines and standards. This can also help personnel to bring up any problems that they have during operations, as well as provide them with resources and discussions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This is also an opportune time to adjust any impractical areas. 

4.) Training Instructors: Cross-departmental instructors shall be implemented during training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victim feelings and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a police official assisting police officers and social workers, or a social worker assisting police officers or public prosecutors. In addition to reinforcing knowledge of other departments, this can also help establish trust between the different institutions, thus benefiting later collaborations. 

ii. Integrated Network: The change of attitudes and project cooperatively is a process, and can be separated into the developmental phases of: the resistance phase, adjustment phase, support phase, or separative phase. Different methods and techniques are used in each different phase. 
1.) Resistance Phase: Some of the visible traits of the resistance phase are: reluctance to use time and resource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ther members, reluctance to change, negative feelings, inability to have rational discussions with others, fear of inspection, and fear of being criticized. It is difficult to avoid a great deal of negativity due to difference of opini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gaps, and reluctance to change during meetings in the initial project planning phase or official project implementation, making it is difficult to conduct rational discussions. However, the Modern Women’s Association has made a special effort to focus on communication, emotional support, and consideration, as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onflict, and facilitate rational discussion (Chang Ching-Li, 2001). 

2.) Adjustment Period: In the adjustment period, we are still faced with the conflicts arising due to different opinions and standpoints from each of the different institutions, but there has already started to be a gradual understanding amongst the members. In fact, having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at one’s disposal is not uncommon in the least, and can actually be helpful when attempting a task.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institutions involved in this project, including the Rape Prevention Committee, police institutions, court systems, medical institutions, social service institutions, etc, and each is divided into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levels (for example public prosecutors of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belong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le the Taipei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Center belongs to the city government). Therefore, the coord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cess is rather difficult.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cation principles described above, the following are methods that we are also currently using:

2-a). Transcending Rank: There is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member acting as chairman for each meeting (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Even if a particular attendee holds a high rank, they are only considered as a participant during the meeting (they share equal rank with others).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is an attempt to break down the rank system, and create an equal, cooperative team. In addition, meeting participants are required to use regular language during the meeting. For example, the chairman, police officers, etc shall be addressed by their names, and not by their ranks. Secondly, the opinions of low-ranked social workers and police officers shall be particularly noted, as to show respect, and increase their professional status within the system. 

2-b). Individual Concentration: There will always been a few members showing resistance throughout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ese individuals can be overly negative, and can even start spreading antagonistic rumors and negativity. In this type of situation, one can individually communicate with the resisting parties, make clarifications, give them more responsibilities, continue to support them, and explain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determined to implement this plan, and has pass ordinances governing its implementation. 

2-c). Partial Unification: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institutions involved in this project, if it seems impossible to quickly integrate them into a new team, one can first integrate institutions that are similar or those posses with similar rank, and then later integrate the other institutions. For example, prosecution and police institution operations can first be integrated, and social workers introduced later if successful. S
2-d). Formal and Informal Scenarios: During the formal network seminars, opinions are expressed orally by the involved institutions, and there are written reports, clarifying project results, and providing reform measures. Although these formal meetings are helpful to monitoring institutions during their later evaluations, several base level opinions seem to get omitted. Therefore, informal type scenarios can be used in such situations, for example: private face-to-face or telephone discussions or focus seminars (gathering members from similar institutions, and focusing on low-rank personnel). 

3.) Support Phase: After completing the previous two phases, the party responsible for execution can already begin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different institutions should be cooperating, and that this cooperation can make their job even easier. The strategy critical in this phase lies in creating external opportunities that can reinforc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of the team. The method in which to do this is selection of a particularly active or opinionated member as lecturer for a portion of the training. This individual can share their positive experiences regarding project collaborations. In addition, large-scale observatory meetings or press conferences can be held, which can publicize project results, and motivate its participants. 

Of course, a separative phase is also possible. The project could be cancelled if the constant conflict between the different institutions cannot be effectively resolved, and negative attitudes made it impossible to conduct rational discussions. 

iii. Dual-Tracked Monitoring 

      During initial project planning, there was concern that the administrators responsible for monitoring could lose their impartiality or cause resistance. Thus, a dual-tracked monitoring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utilizing the Modern Women’s Association, in hopes that the intervention of a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 could help assist with problem definition, clar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This system can help alleviate some of the possible setbacks and difficulty during initial product implementation. 

From this, it is apparent that monitoring is based primarily on problem solving. Therefore, establishment of a problem solving system has been a critical strategy during the promotion of this project. The problem solving system utilized by the Modern Women’s Association is described below (Chang Ching-Li and Lin Mei-Xun, 2003): 

1.) Establishment of Integrated Seminars- Network Seminars

Seminar content was already touched upon briefly during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differen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methods. Seminar participants include the decision makers and leaders of each institution regarding sexual violation cases, non-government institution experts, and project executors. The purpose of these seminars i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improved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Before the seminars, the members from each institution conduct a preparatory meeting to begin discussion, so that concrete problems can be discussed during the cross-institutional seminar. After discussion, institutions should produce problem solutions and time restrictions, and provide a written examina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e problem has shown improvement during the next meeting. Cross-institutional seminars should be held approximately once every two months. 

2.) Establishment of Interdepartmental Focus Seminars

At this time, focus seminars can be conducted, to focus on various situations that could occur, including: uneven distribution of power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issues that need to be examined in-depth, or emotional problems of member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During these focus seminars, the institution can thoroughly address problems or difficulties experienced by the executors of this project.  In addition to alleviating some of these concerns, the group discussion and relationships can help the project team to reach a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can also help to improve their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and resources. The leaders of the focus seminars include a member of the monitoring team, a meeting participant, and also an executor from one of the institutions, such as a social worker, police officer, or public prosecutor. 

3.) Establishment of a Cross-Institutional Problem Solving Officer (contact officer) and Form

Problems could occur in each different institution at any time during case processing. Sometimes an individual causes the problem; sometimes it is a procedural problem in one of the institutions. However, if the problem is put off until the next meeting, it could negatively affect the entire process. Therefore, these types of problems should be immediately discussed by a specially designated officer, for example the director of the women and children protection team of the prosecution institution, the director or evaluator of the prevention center, the captain or sub-captain of the police squad or young police squad, etc. The negotiating personnel can then write out the problem on the special form or notify the other party via telephone, fax, or e-mail, based on the severity of the problem. If there have been actual negotiated solutions for the problem, they should be done in written form, in agreement that a particular solution shall be used in the future, so that the problem does not occur again. 

iv.  Research Evaluation

This can be divided into process evaluation and result evaluation 

1.) Process Evaluation: The objective of process evaluation is to obtain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of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improve the provided victim services. The focal points of process evaluation are: A. Does the project design satisfy the victim’s needs? ; B. Does the project’s performance still adhere to its initial objectives? These two focal points have been monitored in logs from the beginning of project execution to insure that all logs, documents, and case files can be track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Martella et. Al., 1999;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ommittee, Ministry of Interior, 2001a). 

2.) Result Evalua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result evaluation is to conduct a final project analysis and appraisal. This includes the four levels suggested by Martella (1999): A. Has there been any improvement in the status of the participant?; B. Does the participant show any improvement when compared to individuals not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ject?; C. Does there seem to be a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 in project provision and results? ; D. Can the project results be generalized? 

Project executors, survey, experimental design, etc can conduct evaluations during in-depth interviews of victims. They can help to describe the feelings of the victim, the attitude of project executors,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s, and project effects throughout the entire service (Modern Women’s Foundation A New Milestone in Multi-Disciplinary Criminal Case Processing: the Taiwan Experience, 2003). 

V. Project Results and Challenges 

1. System Reforms

A. Promoting specialized rape case public prosecutors

With regard to the unique nature of sexual violation,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intends to police and prosecute sexual violators, as well as protect the victim, assist the victim in the various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ir public testimony, all of which require specialization and improved professional networking. In 1997,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rde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ape case task force, selecting experienced, mild-tempered, married prosecutors. Male task force members were to be accompanied by female court secretaries. A married female public prosecutor would be designated if necessary. In 1998, the Female and Child Protection Team was established, specializing in: sexual assault, child and young adult sex prevention, domestic violence, young adult cases, etc.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ject, prosecutor’s offices from the areas designated for project implementation began to cooperate by adjusting duty shifts, case distribution, and investigation direction. In an effort to get investigating prosecutors to intervene immediately during rape cases, 24 hour female public prosecutors were established by this project, for immediate rape case processing and direction. After investigations, the police department concerned submits the name of public processor, at which point the prosecutor’s office shall designate the original public processor as the official appointed prosecutor for the case, in an effort to maintain case consistency. The prosecutor shall then have precedence over police department notes and video recordings, thus avoid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of the victim unless extremely necessary. In addition, in December 2003,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rdered that, starting on January 1st, 2004, all prosecutors’ offices should notate “suitable for reduced interrogation procedure” on the case upon receiving the case from the police institution, if deemed suitable for this project. Through this, prosecutors can benefit project evaluation, including tabulation of lawsuit and conviction rates, as well as determination of whether the time required in related cases has been affected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victim interrogation. 

B.  Establishing Specialized Teams for Women and Child Cases in Police Institutions from each City and County and Improving the Reputation of Female Police Teams

a. In November 2001, with the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Project- Police Institution Processing Notice”, the National Police Administration regulated that all police institutions shall designate criminal investigatory personnel to specialize in rape case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was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processes of victim interrogation recording, suspect apprehension, on-site evidence collection, etc. 

b. In April 2002, the National Police Administration ordered the promotion of the “Plan for Female Police Squad Investigations in Major Female and Child Cases”. 


Befor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e female police squads or female teams from the young police squads in each county and city were only responsible for duties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and were not responsible for female victim safety investigations. Because of this, they were not functionally capable of doing so. However, after project implementation, female police squads or young police squads (women and children protection teams) were designated in six locations on July 1, 2002 to specialize in the continuing investigations cases or sexual assault cases without suspects (not including lewd behavior), major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human trafficking cases, forced child and young adult sex cases, and other female cases that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international media to help them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in these areas. 

   c. On March 8th, 2002, Women’s Day, the National Police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that female police squads from each police bureau would officially be known as Women and Children Police Squad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name female police are based on gender, there are many apparent problems for male officers of female police squads. This also causes the misconception that the police officers working in female safety are all female, which results in a negative long-term affect for female safety operations. Because of this, the National Police Administration decided to consider an adjustment of the facility of the aforementioned female police squad, and after deliberation of suggestions from the public, officially changed the name of “female police squads” to “Women and Children Police Squads”, and “Female Police Teams” from the Young Police Squad was altered to “Women and Children Squad”. 

C.  Investigation Logs Advancements

A sample of a completed rape victim interrogation and computerized suspect is provided as reference to all police bureaus, along with a great deal of 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the interrogation procedure. This can help expedite, professionalize, and standardization of rape case processing by police institution. The samples contain a description of the procedure, but also provide special reminders to police officers to make note of the emotional reaction of the victim and records, to provide an accurate account of the victim. 

D.  Specialization of local domestic violence and rape prevention centers; establishment of local rape prevention resource networks. 

a. Designate a local domestic violence and rape prevention center to be used as a coordinative center for this project, and then execute the original rape victim report system. After receiving telephone or fax report from an associated institution, the designated personnel shall be permanently responsible for that particular case, and interview the victim on site. During this interview, the designated personnel shall provide emotional support, evaluations of the victim’s circumstances, and suggest a suitable time for interrogation. In addition, the personnel should give special consideration to the special needs of the victim, and assist in the contacting of professional individuals to aid in the interrogation (lawyer,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child psychiatrist, psychiatrist, sign language teacher, etc.), or transfer the case to specialized services. 

b. To help resolve the burden on human resources in prevention centers, each area designated for project implementation should establish a specialized task force. For example: Taipei has hired additional personnel to be on call during non-office hours including holidays and night hours. Moreover, personnel is responsible for making interview logs during the interview of rape victims, and then submitting these logs to the designated social worker for processing. In Hualien, due to its narrow area of jurisdiction and in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social workers had to separate by district. In addition, because of Hualien’s long-term, relatively stable work force, police officers and social workers have begun to work in fixed teams during their interactions. 

E.  Purchase of laptop computers and wireless communicative devices to aid in case     processing over long distances; Purchase of vaginal microscopic cameras to improve the evidence gathering capability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a. The financial aid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helps implementation districts to purchase necessary equipment, such as laptop computers, wireless video/audio transmission systems, video meeting systems, and digital camcorders and audio recorders, thus facilitating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during case processing. 

b. After the passing of the Law of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Sex Violation,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has cooperated by improving the specialization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during victim injury examination and evidence gathering operations in sexual assault cases. The 157 specialized rape prevention hospitals in the Taiwan, Penghu, and Kinmen / Ma-zu areas help in the injury examination, evidence gathering, and medical treatment process in sexual assault cases. After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e number of designated personnel from each specialized medical facility was increased (social workers or nurses) to help victims receive medical attention, consult various hospital departments, and provide a hospitable, discrete medical environment. It is also recommended that the vaginal microscopic camera systems be used in the recording process, to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courts. 

F.  A communicative system for all institutions, government associated and otherwise.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project,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held a deliberation meeting, and invited representatives form each associated centr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 including the Criminal Assembly (Judicial Yuan); Youth and Domestic Service Assembly, Ministry of Justice, Department of Health (Executive Yuan),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National Police Administration, local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scholars, etc. The purpose of this cross-departmental project meeting was to establish an open, free, multidisciplinary communicative forum. In the 10 some times these meetings were officially called to order (and during countless unofficial discussions and communications),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different institutions, focusing specifically on the victim of sexual assault cases. During these meetings, individuals hailing from different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listened to the opinions of others. As a result police officers began to appreciate the efforts of social workers to provide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to victims; public prosecutors began to recognize the hard work put into evidence collection by police officers; judges finally became cognizant of the unique nature of sexual assault cases, and the effort put into them by the investigative team. Meeting participants cast aside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and began to sincerely face the necessities of the case at hand. Furthermore, they developed an awareness that their organization alone would not be sufficient to solve the various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victims, and opened their minds to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social service institutions, police institutions, and prosecutor institutions, and became a model for cross-departmental integration in Taiwan. 

G.  Adding military and youth related sexual assault cases to this project

There are different investigatory and review procedur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defendants in the Taiwanese criminal prosecution system. For example, military related cases are investigated by the military prosecutor’s office, and are submitted to a military court for review; youth (12-18 years of age) or child (under 12) cases are submitted to the youth court for review. Because of this, this project cannot be applied to not all victims in the same way. However, in an effort to offer complete project services,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gathere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riminal Assembly (Judicial Yuan); Youth and Domestic Service Assembly, Ministry of Justice, Department of Health (Executive Yuan),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National Police Administration, local domestic violence and rape prevention centers, etc. a year after the project first began implementation to comprise the phase two project team, focused on the deliberation of military and youth (child) related case procedure. After three meetings, the team completed revision of the “the Project for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Project Guidelines”, and the Judicial Yuan drafted the “the Project for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Young Court Investigatory Matters”. These were implemented in military court and prosecuting systems, starting February 15, 2003. Youth courts also began implementation in areas designated for project implementation. 

H.  Create specialized resources for the retrieval of victim information in criminal cases that; flexible victim interrogation scheduling

As described above, rape case sentencing is largely dependant on the testimonies of victims or witnesses, however in cases where the victims are children or mentally challenged individuals, the language ability of the victim is rather limited. Likewise, there are no special procedures for the questioning of these witnesses by police officers or public prosecutors. This can make the procedure exceedingly difficult, and can even produce repeated or unclear testimonies, thus limiting case processing, and can be damaging to the victim. The “Project for Reducing Repeat Interrogation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Project Guidelines” specifically states that social workers shall evaluate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of the victim during an initial interview; if the victim has any special needs, they shall actively request for assistance from specialists, for exampl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sign language teacher, child psychologist, etc. This project is much different from the old system in which the victim was immediately interrogated; with this project, the interrogation time is scheduled based on various requirements. 

2. The examination, though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executor

Aside from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inherent in this project that were previously discussed, perhaps an even greater impact comes from changes in the value system, attitude, and mindset of the project executors. I personally have worked in the police profession for over 10 years, and am very aware of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investigatory procedure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not to mention that time-efficiency and eliminating crime have been two core principles of police institu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Although the nature of sexual assault has been listed as one of the six types of violent crime, also including murder, theft, robbery, kidnapping for ransom, and threatening others for the purpose of attaining wealth, the frontline police officers seem to lack th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of the special nature of sexual assault or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of the victim (such as post-trauma syndrome). Also, due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recepts that sexual assault cases as unlucky, there exists a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 to such cases, thus resulting in investigators who are very slow to advance in their professional training. Because of this, we faced a lot of resistance during our initial promotion of this project. Other than th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came from convincing administrators that empathizing with the victims can actually motivate them to cooperate with court investigations, and increase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the legal system, thereb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solved cases, as well as prosecution and conviction rates. This is why we have maintained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project evaluation is an invaluable aspect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is is why we have so many figures to convince the policy makers.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motion of this project, the Rape Prevention Committee hired the Modern Women’s Association to conduct train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s. To a certain degree, this also deepened the frontline work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ject vision-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weak, strengthen the confidence of advocators from each institution, and improve the integrated network relationships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s through interaction and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ereby empowering workers, and strengthening project foundations. 

During the three years that the project has been implemented, we have seen police officers and public prosecutors become more compassionate; they have learned how to listen- the victim isn’t just a testifier in a criminal case, she/he is a person who has been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traumatized. These individuals are now able to cast aside all outside influence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and provide the victim with complete protection and care. Moreover, they have started to integrate social work into their tasks. There are even some police officers, in the victims best interests, who have actively sought out social workers to assist with finding accommodations or outside counseling for the victim. The committee has continued to provide the training and integrated network classes, and has required the National Police Administration to implement professional specialization, and increase the specialization of female police officers in sexual assault cases, such that women can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Although police logs are not viable pieces of evidence according to current criminal law regulations, many prosecutors and judges have observed that police officers who have undergone specialized training show both depth and credibility in the logs created following samples from this project. In cases where there are inconsistencies, possibly due to various reasons, the police log can be then be considered as evidence, and used by the court. 

In their integrated network investigatory work during rape cases, public prosecutors make exchanges with different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 a lot of social worker type ideals. Because of this, they are able to win the confidence of police officers, and begin to take control over the investigatory timetable right from the very start. This enables prosecutors and police officers to coordinate seamlessly in the investigation, thus making the victim the winner in the big picture. 

The social worker also benefits from their close interaction with prosecutors and police officers. This can help them to see things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 as well as teach them to strive for efficient evidence collection and injury examination, lear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legal effects of testimony, and let the evidence do the talking. In addition, the specialized medical treatment, role of nurses in injury examin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from this project has also helped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become a part of the rape prevention network. All aspects of this system accommodate the needs of the victim, whether it is their hospitable, safe locations, or their sophisticated medical equipment. 

However, the people benefiting most from this project are ourselves, the authors. This is because each time the project is implemented in a new area; each time we have a new participant, all of our previous effort is erased, and we must restart negotiations, fight for recognition, create a working consensus, and motivate each new center to fight for our ideals. In addition, one must constantly face people’s doubt and resistance to change. But the thing that has been the most difficult for us was lack of funding and human resources. We thought about quitting on many occasions, but in the end, this is not just an ordinary project. In fact, it was our vision to create a friendly legal environment that kept us going when the times got tough. We kept telling ourselves that setbacks are an unavoidable part of this case- their doubt and resistance is just a test of our convictions to our cause. The lack of funding and manpower really helped to demonstrate our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We also learned patience and flexibility with our positive thinking, and our problems started to gradually be resolved. After grueling brainstorm, even the most difficult funding problem was solved using three different methods of “government based financial aid”, “appropriated reward money”, and the revised “Ministry of Interior Social Welfare Expansion Services- Financial Aid Application Items and Standards”. 

VI. Conclusion 

Through the toil and suffering we experienced promoting this project through its infancy, childhood, and maturity, we were able to develop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victim in sexual assault cases. What we really care about is not how many times they are questioned, but rather: how are they treat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Do they receiv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Is there a friendly, hospitable environment provided? 

This project is still currently being promoted. Having its own lifecycle, the most exciting facet of the project is an integration of workers who are willing to establish a platform of truth through their trial and error, conflicts,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With this, they can sincerely address their own feelings, search for solutions, and motivate each other to grow in this dynamic process. 

Over the years of 2001 to 2004, the plan was already being implemented in 13 counties and cities, exceeding which is over half of the number of government regulated cities and counties in the Taiwan
. We know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but we shall continue to consider and solve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can occur due to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duties, and locations of project executors. 

Looking back on this experience, we find that peopl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key factor in implementing a project, and also the biggest asset to the project. The project is based on taking care of the workers so that they can stay motivated in their work, and give their best effort. We have found that addressing the secondary impact of workers, and helping avoid the exhaustion caused by the environment and job requirements shall be an area to focus our efforts in the future. 

Of course, we also have to consider how to lobby for support from the judicial system? How can we obtain more specialized social worker and police manpower? How should we face the impact of the criminal court interrogation system on victims? These are some of the challenges inherent in this project, and although we don’t know how far it can go, we know what direction to take it towards. However, we are confident that it will have a chance to develop during its implementation, and we recognize that we have to keep persisting if we want to see changes in the system. We shall diligently make the necessary continued changes to the project along the way, and do our best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disadvantaged individuals within the cou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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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務機關參訪及綜合討論心得
五月十九日上午安排至哥倫比亞省之監獄參訪。此監獄為英屬哥倫比亞省所有受刑人都必須先進入之監獄。受刑人經過此監獄初步之評估後，再決定送往何種監獄去執行。另外該監獄亦專注於受刑人之心理與行為重建之矯治工作。其結合心理醫生、社會及行為學者、與矯治專家，以整合治療之模式(Integration Model)，來矯治心理與偏差行為之受刑人。據其研究發現，經其矯治後之再犯率(recidivism)較其他之矯治方式，有顯著降低之趨勢。故其已成為加拿大矯治機構學習之對象。是以其方法，甚值吾國矯治機構之參考。但因進入監獄之後，不得帶相機及拍照，因此無法以圖片來說明其內部之管理情況。

該日中午，驅車前往哥倫比亞省司法廳參訪。由司法廳長致歡迎詞，並由該廳之緊急事件模擬中心之主任，報告其研發之緊急事件模擬之新策略與工作模式(Critical Incident Simulations)。其對於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及整合各階層之意見，以便形成處置事故之最佳決策模式，甚有參考之價值。接著，由該廳剛從歐洲考察回國的女性研究員，報告其所研發的犯罪資料與情報之整合與運用的新系統，稱為VICLAS(Violent Crime Linkage Analysis System)，其即透過對犯罪情資之整理、分析與研判，或對犯罪者或犯罪時、地之剖繪(Crime Profile, or Criminal Profile)，可以有效的協助刑案之偵查與破案。報告人則以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所研發之暴力犯罪蒐集、整理分析計畫VICAP (Violent Crime Apprehension Program)，及國際警察首長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ef of Police, IACP)最近於網頁上，所發怖的美國全國情資整合之新計劃，及其所研發成功之軟體及作業程序(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Model)，當場就教於演講者，而雙方均覺得獲益甚多。之後，則驅車前往溫哥華市區繞行一週，觀賞世區繁華之風光，及北美洲第三大之中國城的特殊風情。並至其北邊史坦利公園(Stanley Park)，瞭望溫哥華之風華，及欣賞公園內印地安人之圖騰柱(Totem Pole)。接著，由溫哥華市警察局長作東，包下了一整艘遊輪，請我們遊溫哥華港區，欣賞英倫灣(English Bay)之落日餘暉之美景，並享用豐盛之晚餐，如此可謂知識與感觀均滿載而歸。
陸、研討結論與心得

一、經與會各國代表充分討論，發現

（一）各國雖然再文化上差異但對婦女或兒童不論是身體傷害或性剝削都因結構面之原因而顯得複雜。

（二）婦女及兒童之被害現象涉及多種犯罪領域，包括組織犯罪、藥物濫用、勒索及各種暴力型態。

（三）解決方案必須包含短程及長程之規劃。

（四）兒童與婦女被害案件之真實數量未知，但可推估一定遠超過官方統計。
二、由各國報告中有關剝削婦女及兒童之犯罪，其犯罪之本質與領域直接與該國之文化特質或獨特的犯罪特性，結構性地加劇婦幼被害現象，可歸納為：

（一）經濟狀況(貧困，失業)，文化條件，災難性的事件(戰爭，飢荒，洪水)，政府對侵犯人權的容忍度及婦幼資源開發程度。

（二）政府或者警察失能，缺乏資源投入涉及婦幼被害領域，包括支持被害者對抗犯罪組織、歧視少數民族和更低的社會經濟地位者宿命等意識形態之鬥爭。

（三）婦幼被害議題在政府和警政機關決策中顯得邊緣化，政府各機關部門間溝通、協調、合作不足，警察社政機關應測月向的發展被害人保護機制。

（四）犯罪組織已利用科技設備或技巧地迴避偵查，證據薄弱亦導致此類案件起訴判決率偏低，相關法規配套立法不足以支持案件起訴，被害人對警察之恐懼、司法之不信任、害怕被逮捕或起訴或加害人的報復、經濟上的依賴其他涉及不法的活動，或宿命的態度等，以致被害人告訴意願受阻。

三、婦幼被害防治策略，各國報告回應可被歸類為對國內問題之解決及對國際合作之期待。對短期策略而言，警察機關應更聚焦於犯罪之加害者而非犯罪活動本身，如賣淫、非法移民、虐待童工等；長期策略則必須根基在立法完備，推展國際合作協議及跨科技合作等；然而誠如前述，不論是短程或長程的解決婦幼被害之根源之方案，深賴跨科際合作、結合一般民眾、警政、司法、勞政機關投入，提供有利的資訊，增加犯罪起訴判決之成功率，政府與民間協力始可建功。

四、加拿大英屬科倫比亞省運用科技設備配合專業訓練之醫師（律師）之鑑定，在各類犯罪加害人起訴判決上發揮成效。

五、長期的解決策略則是超越警察機關權責。所謂犯罪之「推力及拉力」（push-pull），「推力」（push）包括缺乏機會，經濟剝奪，逃離政治動亂，家庭分裂和逃離現實被害情境。 「拉力」（pull）包括對物質貨物的嚮往，更好生活之承諾，離開僕役工作，追求婚姻和安全生活保障和犯罪組織設圈套誘人。對許多國家而言可能要經歷幾代的努力，追求經濟的穩定、政治的安定及提供國民一種合理的生活水平。

六、立法及國際協議：各國為解決婦幼被害犯罪，均推動相關保護法規立法及促成國際合作協議，有效的決定性因素有：（一）政府及警察機關執法之意志；（二）警察之政策、執行策略及教育訓練能提供適切之專業及可用資源教導如何執行新法。

對於一些國家來說， 他們可能要花費幾個世代努力在穩定經濟和安定政治，以提供全民一個合理的生活水準，直到這些發展成熟，才可能進一步尋求解決婦幼被害的問題。

柒、建議事項

一、積極參與國際警察幹部研討會

國際警察幹部會議已創立約十載，其雖較屬於治安學術討論取向之國際組織，唯參與之國家亦逐年的擴大與增加之中。其已然形成一定之國際影響力。我國恰值其擴大發展之時期，如若能較積極的參與，甚而舉辦年會，對於我國之國際形象與拓展治安之國際合作，有其一定之作用與加分之效果。
二、推動爭取主辦國際警察案部研討會年會計畫

該會議除有設有專屬網頁宣導治安相關之重要議題資訊與研究討論消息之外(www.iacp.com)，更有國際學術期刊(Police Practice &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定期的發行。各國參與之代表，均為治安相關機構之精英或幹部。主辦年會，可以促進我國治安系統與各國之代表，建立起聯繫之管道。對於爾後國際合作共同打擊犯罪，將有一定之助益。

三、賡續堆動「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

本次研討主題為針對剝削婦女於兒童之刑事犯罪，我國目前在性侵害案件處理上逐步推展「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符合國際人權發展之進程，本方案跨科際整合檢察、警察、社工、醫療等人員共同合作，獲得美國國務院發布2001年世界人權報告中提列為我國婦女人權進步之指標，並為與會各國代表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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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警察幹部會議 (IPES) 第十一屆年會
會議總結報告原文

Short Synopsis of IPES 11, “The Criminal Exploita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by Peter C. Kratcoski, Official Recorder; & Lucille Kratcoski, IPES Archivist.

Several themes emerged from the papers and oral presentations given by the speakers who represented 43 countries, and from the subsequent discussions among the 100 participants.  These include:

1. Development of mechanisms to reduce and eliminate the
  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of children and women is a very 
 complex problem.

2. This type of victimization involves many crimes areas, including 
organized crime, drug abuse, extortion and various forms of  
violent crime.
3. The solutions will require short-term and long-range strategies.

4. The actual amount of crime related to the victimization of 
children and women is unknown, but is believed to far excess the o
fficial statistics.

Although all of the countries reported problems of criminal exploita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the problems differed and were direc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ntry being discussed o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that increased the problem. These included:
1. Economic conditions (poverty, unemployment), cultural 
  conditions, catastrophic events (war, famine, floods), 
  government tolerance for the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exploita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2. Corruption within the government or police, lack of resources to 
combat the criminal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these 
victimizations, acceptance of victimization and a fatalistic view 
of the futur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norities and lower 
socio-economic groups.

3. Government and police administrative policies that tend to give 
  these problems a low priority and offer few resources or options 
  for victim assistances.  Lack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police, and social agencies for 
  developing strategies to assist these victims.

4. The existence of sophisticated criminal networks that use technological tools to avoid detection, weak legislation that makes prosecution and conviction of the victimizers very difficult, or legislation with adequate provisions for prosecution that is not enforced, lake of cooperation from victims caused by fear of the police, distrust of the justice system, fear of being arrested and prosecuted, fear of retaliation from their victimizers or other persons involved in illegal activity related to the victimization, economic dependence of their families upon the illegal activity, or a fatalistic attitude that nothing will be done to change their lives.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used to Combat Victimiza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The recommendations provided by the speakers varied and usually reflected the specific form of victimization that tended to be the most troublesome within their countries.

The responses can be categorized terms of those that were designed to combat a specific internal problem and those that were designed to combat problems of an international or even global nature.

The approaches can also be categorized in terms of short term programs that will address the immediate problem, such as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 victimized, and long-term responses that may require the passage of new legislation,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multi-agency cooperation, as well as addressing the root causes for the victimiza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within a particular nation. 

For the short and long-term solutions, all speakers agreed that the operational response had to be multi-agency, including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agencies.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the role of the NGOs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  These organizations not only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 victims when it appears as if the government is not concerned, but also are instrumental, through pressure groups, in the enactment of new legislation 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olicies within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For the short-term responses, it was recommended that the police become more focused on the criminals perpetrating the victimizations and less focused on the criminal activity of those who are victimized, whether the activity is prostitution, illegal immigration, or involvement in violation of child labor laws.  The cooperation of the general citizenry, the police, the judiciary, health agencies, and labor regulatory agencies gradually leads to increases in the willingness of those who are victimized to become cooperative and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leading to the arrest and prosecution of the kingpins within the crime units.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odern, sophisticated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coupled with the use of highly trained practitioners, as demonstrated by the programs at the Justice Institute of British Columbia, enhance the likelihood of apprehension and prosecution of perpetrators of various types of offenders. 

Long-term solutions are beyond the scope of police agencies.  Several speakers referred to the “push-pull” explanations for the crimin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both male and female) and adults.  The “push” factors include lack of opportunities, economic deprivation, escape from political upheaval, family breakup, and even avoidance of a similar life of victimization in their present surroundings.  The “pull” factors included a desire for material goods, promise of a better life, avoidance of a menial work position, promises of marriage and secure life, and often entrapment by organized crime.

For some countries, it may take several generations before they are economically stable and politically secure to the point that all citizens are provided a reasonable standard of living.  Until this occurs, the problems will continue.

Legi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ll of countries have addressed the problem of criminal victimiza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through enactment of new legislation and cooperativ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legislation is highly dependent on several factors. These include:

1. The will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olice to enforce the 
legislation.

2.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and appropriate training of the police on  
   how to enforce the new legislation and police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Long term strategies must be based on sound intelligence and demonstration of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women.  Many speaker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research data and theory to guide legislation chang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ime prevention policies.  It is here that academics and the police practitioners have a common ground for cooperative ventures.  Other speakers suggested that police priorities and the deployment of resources must be changed and that existing legislation designed to elimina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 and promote their interests must be enforced.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Workplace:
    The crimin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workplace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since mos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regardless of their economic status, ar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is activity.  Billion dollar industries that contract with suppliers of child labor to produce goods in sweatshop conditions are just as involved as those responsible for recruiting the children, bribing public officials to ignore what is going on, and forcing them to work in substandard conditions.  Multi-facete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volving a variety of governmental agencies are needed to halt this activity.  The mass media and academic researchers can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bringing this matter to public attention.  

Reflections on IPES Conferences:
    In our capacities as Official Recorder and Archivist, we have attended most of the IPES meetings.  It is remarkable how the subject matter of each meeting has complemented and expanded the information gained from previous meetings.  In Spain, we explored the problems of policing in developing democratic societies; in Japan, ways to combat organized crime were examined; in Poland, it was concluded that corruption in government and within the justice system redu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crime prevention effort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latter in Bahrain,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a pro-active crime prevention police strategy coupled with community policing could lead to the type community-police cooperation required for effective law enforcement.  In India,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deal with public order crimes were explore and in Austria,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agreements to combat crime was discussed.  The special IPES meeting held in Germany focused on the utilization of research in police practice.  The executive summaries of these meetings, the special issues of Police Practice and Research developed from these meetings, and the edited books that were published using papers from these meetings have helped to build a substantial knowledge base for the attendees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o address the specific problem of victimiza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focused on in thi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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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國際警察幹部會議各年度主辦國與研討會主題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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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圖一  國際警察幹部會議 (IPES) 43國之百餘代表合影





圖二  國際警察幹部會議 (IPES) 開幕典禮之會場





圖二四  國際警察幹部會議 (IPES) 開幕典禮之會場





圖一三  國際警察幹部會議 (IPES) 43國之百餘代表與加拿大皇家騎警隊女騎警合影





圖一五  國際警察幹部會議 (IPES) 43國之百餘代表合影國際警察幹部研討會提報我國報告





圖二四  國際警察幹部會議 (IPES) 開幕典禮之會場





圖二六  國際警察幹部會議 (IPES) 開幕典禮之會場與對談人尼泊爾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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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黑數係指犯罪實際發生卻隱而未報


�台灣地區包括台北市、高雄市及金門、馬祖共有二十五個直轄市、縣（市）


� Hidden violations refer to sexual violations that were covered up after they occurred


2  The Taiwan area refers to 25 government regulated cities and counties in areas including Taipei City, Kaohsiung, Kinmen, and Masu. 


� 犯罪黑數係指犯罪實際發生卻隱而未報


�台灣地區各警察局目前除台北市、高雄市及台灣省九縣市成立女子警察隊以外，均在少年警察隊下設女警組


�台灣地區包括台北市、高雄市及金門、馬祖共有二十五個直轄市、縣（市）


� Hidden violations refer to sexual violations that were covered up after they occurred


2  The Taiwan area refers to 25 government regulated cities and counties in areas including Taipei City, Kaohsiung, Kinmen, and M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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